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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記憶中的台北律師公會會館 
─啟動律師業的轉型正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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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北律師公會的前身是 1900年成立的台北辯護士會，1936年具有法人格後，

未曾購置不動產作為會館，會員總會大多在高等法院會議室舉行。1934年台北法

曹會成立，該會曾向台灣總督府申請無償使用高等法院舊廳舍基地十年（位於今

台北市貴陽街與博愛路交叉口一帶），興蓋法曹俱樂部等建物。由於前述兩會人員

多所重疊，台北辯護士會經常使用法曹俱樂部建物作為集會所。二次大戰後，原

台北法曹會理事會於 1945年 11月 22日決議將其所有的資產，包括該法曹俱樂部

建物，移交台北律師公會；惟主導接收台灣司法機關的台灣高等法院，漠視該法

曹俱樂部建物，從 1934 年以來作為朝野法曹聯誼場所、辯護士會會所之重要意

義，以及建物的私法上所有權屬於原台北法曹會全體會員共有，逕予接收，改為

職員宿舍，導致台北律師公會流離失所，只能長期「寄居」在司法大廈內一隅。

1958、1967年台北律師公會曾要求台灣高等法院交還原法曹俱樂部建物，或以之

為基地興建律師大樓，然均為其所拒，漠視國家法秩序轉換時，舊有公益財團之

財產應由同性質的新設公益團體承接的原理。過往的政府作為，形式上是否合法

已有待商榷，更重要的是實質上並不正當，豈有日本統治時，台北法曹會建物可

供律師與司法官聯誼、當作律師公會會所，其上還有供民眾參觀的司法展示室，

戰後卻全遭本國政府「劫收」之理？故當今本於轉型正義之旨，應採取一定的彌

補措施。 

關鍵詞：律師公會、法曹、書院町、高等法院、接收、蔡伯汾、高野正保、法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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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記憶中的台北律師公會會館

壹、問題緣起及關鍵議題 

台北律師公會從其前身，亦即 1898 年設立的「台北訴訟代人會」及 1900 年設立

的「台北辯護士會」起算，迄今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1。期間一度因為二次大戰後國

家法制的替換，而重新成立，但仍應具有同一性，就好比今之台灣大學係始自日治時

期設立的台北帝國大學，且擁有從日治時期即使用的校地2，更何況今之台北地方法

院，亦將其院史溯及日治時期的 1896 年3。以登錄於台北地方法院之律師所組成的台

北律師公會，經百餘年來不斷的成長與茁壯，於今已是台灣規模最大的律師公會。 

雖然貴為台灣最具規模的律師公會，但是在 1996 年購入現在台北市羅斯福路一

段七號裕民大樓九樓會館前4，台北律師公會的會址曾經數度搬遷。關於此點，2004

年 11 月 9 日陳伯英律師接受訪談時，即曾指出5： 

台北律師公會最早的會址，是位於博愛路與貴陽街交叉之地，即日

治時代的法曹協會。聽說至第二屆理監事時期，由於該處被法院移作他

用，因此當時的常務理事蔡伯汾律師只好同意與法院交換，實在情形如

何，不得而知。故從此律師公會會址移入司法大廈內。在民國六十年左

右，當時公會有二百多萬的盈餘，即有理事提議要購買新會館，但有朱

宗文律師等主張應先交涉收回法曹協會原址而作罷。（註：底線係筆者

所添加，以下同） 

同日接受訪問的鄭斌濟律師亦指出，台北律師公會「最早的會址，是日治時代的

法曹協會之處，後來則移入了高等法院大樓之內」6。就移入司法大廈一事，2004 年

11 月 16 日接受訪問的高瑞錚律師也表示：「原本台北律師公會的會址是在司法大廈當

中轉角的一個小房間」7。 

由上述幾位資深會員的訪談可知，台北律師公會之所以數度搬遷，其原因在於第

二屆理監事時期，位於博愛路與貴陽街交叉之地的律師公會會址上建築物，即本文所

稱「記憶中的台北律師公會會館」，遭法院移作他用。也因此在討論購置律師公會會

                                                 
1 關於作為台北律師公會之前身的「台北訴訟代人會」及「台北辯護士會」之設立，參見王泰升、

曾文亮（2005），《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頁 14、30。 
2 戰前登錄於台北地方法院的辯護士必須加入台北辯護士會，戰後登錄於台北地方法院的律師則必

須加入台北律師公會，故兩者係性質相同的律師專業團體，應具有同一性。從實際上的會員來看，

原台北辯護士會內占大多數的日本人辯護士，在戰後已因被遣返日本而離去，但其中的台灣人辯

護士繼續參與重組後的台北律師公會，戰後還有從台北以外的地方，包括中國大陸而來的律師，

由於在台北地方法院登錄而成為台北律師公會會員。台灣大學的校史及其擁有約占全台百分之一

的學術用地，亦始自依日治時期法制而設立的「台北帝國大學」。 
3 賴劍毅等（編）（2015），《典藏・北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20 年紀念專輯》，頁 33-34。 
4 王泰升、曾文亮，前揭註 1，頁 255。 
5 〈陳伯英律師訪談紀要〉（2004 年 11 月 9 日），王泰升、曾文亮，前揭註 1，頁 308。 
6 〈鄭斌濟律師訪談紀要〉（2004 年 11 月 9 日），王泰升、曾文亮，前揭註 1，頁 296。 
7 〈高瑞錚律師訪談紀要〉（2004 年 11 月 16 日），王泰升、曾文亮，前揭註 1，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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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的議題時，出現了應與法院交涉，以「收回」所謂「法曹協會原址」的主張。既然

表示欲「收回」，即表示台北律師公會原本擁有在該會址上、作為律師公會事務所（簡

稱「會所」，以下同）的建築物，亦即會館，後來卻因故喪失。 

為了回答台北律師公會當初是否擁有該作為會所之會館的產權，將考察下述兩個

子議題。其一是，從台北律師公會延續自日治時期台北辯護士會的整個歷史發展來

看，台北律師公會是否曾經擁有作為會所之會館的產權或其他財產？其二則是，從一

再被提起的戰前「台北法曹會」（即訪談中所指的「法曹協會」之正式名稱，詳見後

述）的歷史發展來看，探究原台北法曹會所擁有的建築物之產權由來，及其與台北辯

護士會會所的關係，以解析戰後台北律師公會是否承接原台北法曹會建築物的產權，

從而以之作為會館。 

貳、台北辯護士會曾擁有會所之產權或其他財產嗎？ 

台北律師公會是戰後初期根據中華民國法所成立的律師專業團體，但其實質上是

延續自日治時期 1900 年設立的台北辯護士會。按二次大戰後在台灣負責接收司法機

關的台灣高等法院，於 1945 年 11 月 5 日的訓令中要求「原有之辯護士會應暫改稱為

某區律師公會，並即重行組織，仰將辦理情形剋日具報備查。」台北辯護士會即於同

年 11 月 8 日重行組織為「台北律師公會」，選出蔡伯汾為會長，並於同年 11 月 10 日

呈報高等法院，其上列名的會員者有：陳增福、蔡式穀、蔡伯汾、陳有輝、周延壽、

陳逸松、黃炎生、李瑞漢、林桂端。前揭律師除了林桂端外，均於日治時期即在台北

執業，而為台北辯護士會之會員8。再觀 1946 年的會員名簿，該年度台北律師公會總

共受理了 19 人的入會申請，其中本省籍 13 人，外省籍 6 人。換言之，欲在台北執行

律師業務者，即須加入台北律師公會，其地位如同日治時期的台北辯護士會。根據中

華民國「律師法」之規定，必須有會員 15 人以上才能組織公會，而台北律師公會的

人數在 1946 年已經超過 15 人。最終台北律師公會於 1947 年 8 月 15 日，在中山堂依

中華民國「律師法」規定之程序，重新成立9。 

台北律師公會史還可再追溯至台灣律師制度草創期、於 1898 年設立的台北訴訟

代人會，惟該台北訴訟代人會存續時間甚短（1898-1900 年），且與以下所欲討論的議

題關聯性不大，故將省略之。 

在此擬關注的第一個課題是，從台北辯護士會成立的 1900 年，到戰後初期的 40

餘年間，台北辯護士會曾否擁有會所或自己的會館？ 

                                                 
8 台北辯護士會中台灣人辯護士之名單，見王泰升、曾文亮，前揭註 1，頁 73-74，表 3-8。 
9 參見王泰升、曾文亮，前揭註 1，頁 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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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記憶中的台北律師公會會館

一、台北辯護士會到 1936 年後始具有法人地位而可擁有財產 

（一）1900年根據台北辯護士規則成立台北辯護士會 

台北辯護士會成立於 1900 年，其根據為「台灣辯護士規則」10。1900 年 2 月，

台北辯護士會透過台北地方法院檢察局，向台灣總督請求認可其「會則」（即章程之

意）。由於當時的「台灣辯護士規則」，並未賦予辯護士會法人地位，故台北辯護士會

不能以自己的名義擁有財產。在台北辯護士會呈請總督認可的會則中，也沒有關於該

會事務所的記載（參見圖 2-1）。按該會則中關於辯護士會總會討論事項之規定，雖有

關於經費預算及會計精算報告等，卻無關於公會財產之運用11。 

 

圖 2-1：1900年「台北辯護士會則」 

說明：1900 年的會則中未記載會所地址。 

資料來源：「臺北辯護士會會則認可」，〈明治三十三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五卷〉，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521001（舊

冊號第 52 冊，文號 1）。 

                                                 
10 台灣辯護士規則依用（類似「準用」）日本辯護士法之後的法規範內容，參見王泰升、曾文亮，

前揭註 1，頁 21-30。 
11 會則第 17 條規定總會審議事項，第 5 項為經費預算，第 6 項為會計精算報告之認否。參見「臺

北辯護士會會則認可」，〈明治三十三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五卷〉，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

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0521001（舊冊號第 52 冊，文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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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從章程上之規定觀察外，台北辯護士會歷年的定期總會與臨時總會討論事項

及會議地點，也可能透露出台北辯護士會的財產狀況。因此以下整理「台灣辯護士規

則時期」（1900-1936 年）的台北辯護士會，歷年定期總會與臨時總會的會議地點及會

議事項，作為分析此一時期台北辯護士會財產狀況之基礎（參見表 2-1）。 

表 2-1：1900-1936 年台北辯護士會歷年總會地點與討論事項 

年度 報導日期 地點 內容 出處 
1900 19000221  － 辯護士會成立。 台日 19000221-2 

19000327 淡水館 0325 臨時總會。建議設立高等法院。 台日 19000327-2 

1901 19010428 府後街吾妻 台北辯護士會 0427 臨時總會。會則改正，司法

制度及公證人設置建議案，役員改選。 

台日 19010428-2 

19011027 府後街吾妻 台北辯護士會會長當選者。 台日 19011027-7 

1902 19020422 府後街吾妻 定期總會。幹部改選。經費預算會計事項。會

則修正動議。 

台日 19020422-2 

1903 19030117 北門街武藏屋 昨夜北門街武藏屋開辯護士會。邀請手島法務

課長出席。表達意見。1、地方廳民事調停若欲

擴大，應事先諮問辯護士會。2、代書人弊風，

請為取締。就 1、總督府意向未決。就 2、當局

非無矯正之議，惟手段待決定。 

台日 19030117-2 

19030419 藏屋 0416 定期總會。辯護士會 0416 決議。經費預

算、役員改選。第三為風紀維持案。結果會長

提案廢案，另設 5 名委員委託其處理。（具體內

容不詳） 

台日 19030419-2、

台日 19030422-2 

1904 19040424 府後街吾妻 定期總會。會計報告、幹部改選。 台日 19040424-2 

19040522 北門街武藏屋 昨日臨時會。議題有會則第 12 條出席人數問

題。又服部常議員辭任問題。 

台日 19040522-5 

1905 19050504  － 0430 總會。會務報告、會費未納者處分、會費

免除、幹部改選。會費未納者除名處分因

人數不足未能決議。會費免除部分則可

決。 

台日 19050504-2 

1906 19060503 吾妻 0428 總會。幹部改選。 台日 19060503-2 

1907 19070430 法曹俱樂部 0428 總會，法曹俱樂部。會務報告、幹部改選。 台日 19070430-2 

1908 19080429 梅屋敷 0427 總會。梅屋敷。台中法院獨立問題，因法

院增員，已無必要（地方法院法官由 15

人增至 17 人，檢察官由 5 人增至 6 人）。

遂撤回。其他兩三重要問題。幹部改選。 

台日 19080429-2 

1909 19090504 梅屋敷 辯護士會總會。 台日 19090504-2 

1910 19100503 新起橫街魚金 0503 午後辯護士會總會。決算報告、預算編

成、幹部改選。 

台日 19100503-2 

1911 19110602 魚金 0531 定期總會。年度決算、預算，幹部改選。 台日 19110602-2 

 19110605 鐵道ホテル12 0604 常議員會。 台日 19110605-1 

                                                 
12 ホテル：hotel，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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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記憶中的台北律師公會會館

年度 報導日期 地點 內容 出處 
 19110612 覆審法院會議室 0610 臨時總會。介紹費、謝金契約、出張所廢

止等問題。 

台日 19110612-1 

 19110716 鐵道ホテル 0714 臨時總會。台北辯護士會 0714 決議。辯

護士得依調查委員決定之方法，在他法院

所在地設置合同事務所。 

台日 19110716-1 

 19110809 辯護士休息室 0808 臨時總會。只有片山會長、蓑輪副會長、

安田常議會長以及長嶺、白倉、北村 3 名

辯護士出席。常議員會決議不一定要附諸

總會決議。遂以此認定該等訴訟介紹人。

今後除自己案件外，不得出入法院。 

台日 19110809-2 

 19110829 覆審法院判官會

議室 

0828 常議員會。就 80 名左右訴訟介紹人，認

定其中一部分。其餘後日再調查。 

台日 19110829-2 

1912 19120512 ホテル 0511 總會。年度決算、預算。幹部改選。 台日 19120512-2 

19120925 法院辯護士休息

室 

0925 台北辯護士總會。副會長辭任、法典調查

會。 

台日 19120925-1 

1913 19130505 新起橫街丸中 台北辯護士總會。會則改正設調查委員處理。

幹部改選。 

台日 19130505-2 

19130601 台北地院辯護士

休息室 

0530 臨時總會。1、會則改正案如調查委員案

通過。2、刑事特別手續改正設調查委員

處理。3、辯護士職務相關法律案亦委託

調查委員。 

台日 19130601-2 

1914 19140209 台北地方法院  0207 午後會長改選。高橋忠義當選。 台日 19140209-2 

19140429 丸中 0428 辯護士總會。決算報告、事務報告、幹部

改選。 

台日 19140429-2 

19140927 鐵道ホテル 0925 總會，法案審查著手。台灣民事令、親族

令、相續令等，選出 9 名調查委員，至

1015 審查法案，再開臨時總會。委員包

括丸龜、白倉、土屋、長嶺、曾田、古川、

蓑輪、安田、小宮等。 

台日 19140927-2 

1915 19150509 鐵道ホテル 0508 總會。決算、預算報告之承認。幹部改選。

調查中之民事令、親族令、相續令施行可

否，委員蓑和藤治郎報告。向當局之建議

等一任會長。 

台日 19150509-2 

19151105 法院內辯護士休

息室 

1104 台北辯護士臨時總會。會長山口因 5,000

元問題辭職，承認其辭職並選舉後任。 

台日 19151105-2 

1916 19160511 覆審法院辯護士

休息室 

0506 辯護士總會。收支決算、預算。幹部改選。 台日 19160511-5 

1917 19170509 法院內辯護士休

息室 

0507 總會。幹部改選。 台日 19170509-2 

1918 19180505 法院內辯護士休

息室 

0504 總會。前年度決算、本年度預算、幹部改

選。 

台日 19180505-2 

19180927 法院內辯護士休

息室 

辯護士會中止。來者僅 12 人。本要討論風紀廓

清問題。但問題不在辯護士自身，而在使用之

事務員、通譯身上。 

台日 19260926-2、

台日 19260927-2 

1919 19190506 法院內辯護士休

息室 

0503 總會。收支決算報告、收支預算可決、幹

部改選。 

台日 19190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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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報導日期 地點 內容 出處 
 19190831 法院內辯護士休

息室 

0829 協議會。1、厲行 19070123 臨時總會決議

之「不論何種名義均不得付酬金與訴訟介

紹人。」2、0901 起實施謝金契約每審簽

訂制。3、另還有關於事務員通譯之事項。 

台日 19190831-2 

 19191118 法院內辯護士休

息室 

1117 辯護士總會。會長改選。 台日 19191118-6 

1920 19200505 高等法院內辯護

士室 

0503 總會。收支決算報告、收支預算審議、幹

部改選。 

台日 19200505-2 

1921 19210516 法院內辯護士休

息室 

0503 總會。收支決算報告、收支預算審議、幹

部改選。 

台日 19210516-2 

1922 19220128 鐵道ホテル 0202 要舉行臨時總會。議題包括：會則改正。

訴訟費用。假扣押假處分。判決送達。訴

訟介紹人歷來決議全廢。法令調查會的辯

護士參與。 

台日 19220128-2 

19220505  － 0503 辯護士會。會長矢野猪之八。副會長山本

粂吉。 

台日 19220505-2 

1923 19230305 法院內辯護士休

息室 

0303 臨時總會。針對謝金及手數料。向來嚴守

內規，近來則有以破格手續費受理訴訟業

務者。決議對以低於規定手續費受理案件

者，給予相當處分。調查委員安保、岩本、

蓑和。 

台日 19230305-2 

19230506 台北地方法院內

辯護士休息室 

0505 總會。收支決算案、收支預算案、幹部改

選。 

台日 19230506-7 

1924 19240213 辯護士休息室 0212 臨時總會。討論「公正制度及執達制度與

內地同一化之件」。 

台日 19240213-2 

19240401 辯護士休息室 0331 臨時總會。討論辯護士法第 24 條第 4 項。 台日 19240401-2 

19240514 高等法院內辯護

士休息室 

0513 總會。收支決算、收支預算、幹部改選。 台日 19240514-1 

1925 19250505 地方法院內辯護

士休息室 

0504 總會。會長簑輪藤次郎。副會長川村淳。 台日 19250505-2 

1926 19260505 法院內休息室 0504 總會。前年度決算報告、當年度預算認

定、幹部改選。 

台日 19260505-n1

1927 19270504 法院內休息室 0503 總會。前年度收支決算、當年度預算、幹

部改選。 

台日 19270504-2 

1928 19280508 法院內休息室 0505 臨時總會。決議常設調查機關，全部會員

分配到各自適當的委員，每月一回委員

會。 

台日 19280508-1 

19280511  － 定期總會。會長安保忠毅。副會長金子光太郎。 台日 19280511-1 

19280703 法院內休息室 0630 常議員選舉，人數增加為 11 人。 台日 19280703-1 

1929 19290505 法院內辯護士休

息室 

0504 總會。前年度收支決算、當年度收支預

算、幹部改選。晚梅屋敷懇親會。 

台日 19290505-1 

19290823 法院內辯護士休

息室 

0822 臨時總會。1、民刑事事件手續費謝金及

鑑定費修改。2、會員法院管內出張事務

所 0930 前廢止。新設者須得同會承認。

3、複代理非直接代理人直接受委任者不

台日 19290811-1、

台日 19290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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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報導日期 地點 內容 出處 
得接受。 

1930 19300507 法院內休息室 0506 通常總會。會務報告、幹部改選。梅屋敷

懇親會。 

台日 19300507-7 

19301111 法院內休息室 1110 臨時總會。針對南部某異常事件，台北辯

護士會提議官紀肅正。 

台日 19301111-2 

1931 19310505 法院內休息室 0509 定期總會。1、建議民事訴訟調停由法院

處理。2、建議增加法院職員並在東部台

灣設立法院。3、建議法院條例第 3 條之

2 第 2 項改為千元。 

台日 19310505-4、

19310510-2 

19311226 高等法院辯護士

應接室 

1224 臨時總會。辯護士懲戒問題。 台日 19311226-n4

1932 19320512 高等法院辯護士

休息室 

0511 通常總會。決算報告、預算承認、幹部改

選。 

台日 19320512-2 

1933 19330506 辯護士休息室 0505 總會。決算報告、預算承認、幹部改選。 台日 19330506-2 

1934 

 

19340616 辯護士休息室 0616 辯護士總會。討論不和制度廢止為中心的

會則改正案。 

台日 19340616-n2

19340701 辯護士事務所 0630 定期總會。會長安保忠毅。副會長金子光

太郎。 

台日 19340701-2 

1935 19350512 台北地院辯護士

休息室 

0511 總會。針對步合制度反役員派活躍，但會

長副會長照舊。會長安保忠毅。副會長金

子光太郎。步合制度復活說的主因在於事

件減少。 

台日 19350512-7 

19350518 台北地院辯護士

休息室 

0517 緊急常議員會。考慮到辯護士會內部對立

只會影響社會信用，決定顧全大局，以謀

大同團結。辯護士會對立解消。 

台日 19350518-7 

19351012 台北地院辯護士

休息室 

1011 針對台博召開臨時總會。 台日 13951012-11

1936 19360411 台北地院辯護士

休息室 

0410 臨時總會。審議會則改正。 台日 19360411-11

19360513 台北地院辯護士

休息室 

新會則起草委員會。 台日 19360513-9 

19360525 法院三樓會議室 0524 總會。安保忠毅、知念政信當選會長、副

會長。安保表示到新會則制定前暫時留

任。隨即進入臨時總會審議新會則。長尾

景德提出臨時動議成立第二草案小組。兩

案對立下散會。兩案對立之點，可謂為理

想與實踐論的對立。 

台日 19360525-7 

製表：曾文亮。 

說明：1. 出處欄位，依序為報刊名稱-日期-欄位，例如台日19000221-2係指《臺灣日

日新報》，1900年2月21日，2版之意。如為晚報，則於版次前加註n，例如n2

表示晚報2版。 

2. 地點欄中標註「－」者表示報導中未提及開會地點。 

3. 「－」表示未記載。 

資料來源：漢珍數位圖書《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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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2-1 可以推論出：當時的台北辯護士會根本沒有自己的會所，但在法院內有

一個供辯護士休息之處所。按台北辯護士會的總會的召開地點，有時候就選在市區的

飯店（吾妻、梅屋敷、丸中、鐵道ホテル等），甚至曾到辯護士事務所，但最常見的

是在法院內供辯護士休息之處所。惟無論如何，並沒有在辯護士會的會所召開總會的

紀錄。此外，歷次的會議討論事項中，也都沒有關於辯護士會的財產事項。 

（二）1936年根據台灣辯護士令成立新的台北辯護士會 

上開情況到 1936 年有了轉變。隨著 1936 年 4 月 1 日「台灣辯護士令」施行，依

規定具有法人格（參見日本 1933 年改正的辯護士法第 29 條）的台北辯護士會，必須

在 6 個月內成立，故台北辯護士會在同年 9 月間完成新的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於

9 月 30 日取得總督認可13。根據總督府 1936 年 10 月 1 日出刊的《府報》，新成立的

台北辯護士會基本資料如下14： 

一、名稱：台北辯護士會 

二、事務所所在地：台北市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 

三、設立年月日：昭和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根據上述公告資料，此一新設立的台北辯護士會，設有事務所，該會所的所在地

為台北市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此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經查即戰後博愛路與貴陽街

口之地，亦即台北律師公會資深會員口中「法曹協會原址」之所在（惟如後所述，其

實台北法曹會會址並非在此）。由此可知，台北辯護士會與該法曹協會確實具有相當

之歷史淵源。問題在於，將事務所設於該處，並不代表台北辯護士會即擁有該事務所

之產權？就像現今許多公司都是透過租賃或無償借貸使用某處所作為其事務所。為了

進一步確認台北辯護士會是否擁有作為事務所的建築物之產權，以下先從台北辯護士

會的資料切入，分析其財產狀況。 

由於 1936 年依新法重新設立的台北辯護士會具有法人地位，可以自己名義擁

有、管理甚至處分財產，故在新通過的章程中，即訂有關於公會財產之規定。例如在

常議員會審議事項中，規定「關於會有財產管理之事項」（第 36 條第 1 項第 4 款）。

而在第五章的議事規定中，也針對「本會重要資產之處分」規定必須出席會員三分之

二以上決議才能成立（第 43 條第 3 款）15。 

台北辯護士會的財產管理與重要資產處分，既然屬於常議員會審議事項或總會重

大決議事項，如果台北辯護士會曾經購入建築物以作為會館，必然會經過總會決議，

同時在嗣後的會所管理事務上，由常議員會負責審議。因此可從台北辯護士會的總會

                                                 
13 193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台灣辯護士令、該令所依用的辯護士法，以及與辯護士會相關之規定，

參見王泰升、曾文亮，前揭註 1，頁 36-51。 
14 臺灣總督府《府報》（以下簡稱《府報》），〈告示第百四十八號〉，2799 號，1936 年 10 月 1 日，

頁 1。 
15 「臺北辯護士會會則認可ノ件」，〈昭和十一年永久保存第十四卷〉，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

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10375018（舊冊號第 10375 冊，文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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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常議員會紀錄，進一步探究台北辯護士會從 1936-1945 年，究竟擁有多少自己的財

產，以及是否曾經購置會館以作為會所。 

二、1936 年後台北辯護士會財產狀況 

（一）擁有一定的財產但未購買會館 

目前能掌握到的關於台北辯護士會的總會或常議員會會議內容，主要來自兩個方

面。首先是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所保留的，台北辯護士會向其監督機關台北

地方法院檢察局所提出的開會申請及會議紀錄報告。其次則是當時的報紙，針對台北

辯護士會的會議（總會、臨時會或常議員會）所為之報導。以下根據這兩方面的史料，

分析戰前台北辯護士會的財產狀況。 

在總督府公文類纂中，仍保有日治後期台北辯護士會向地方法院檢察局所提出的

會議報告，包括 1938-1939 及 1941-1942 年。雖然不是每一年度都有，但是透過這些

年度的收支紀錄之分析，配合報紙中關於台北辯護士會的報導，可以瞭解日治後期的

台北辯護士會有那些重要的決議，並從中判斷是否曾在此期間購置會所。以下先列出

台北辯護士會的收支紀錄（參見表 2-2）及財產目錄（參見表 2-3）。 

表 2-2：1938-39、1941-42 年度台北辯護士會收支表 

單位：日圓 
年度 收入 支出 
1938 總額 4,033.66 總額 4,033.66

細項 前年度結餘款 1,246.31 細項 薪水 1,481
會費 2,575 電話費 134.2
入會金 200 電燈電扇費 2.4
通識徽章費 5.4 圖書費 227.56
存款利息 6.95 印刷費 73

 通信費 47.75
新聞雜誌費 128.7
木炭費 22.5
消耗品費 284.39
獎金 255
總會費 141.25
雜費 482.33
預備金 122.75
翌年存留 630.83

1939 總額 3,651.86 總額 3,651.86
細項 前年度結餘款 630.83 細項 薪水 1,493.6

會費 2,515 電話費 129.1
入會金 500 電扇費 2.4
通事記章費 1.8 圖書費 153.63
存款利息 4.23 印刷費 34.5

  通信費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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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報新聞雜誌費 144.9
木炭費 69.4
消耗品費 197.36
獎金 300
總會費 55.31
雜費 431.77
預備費 74
結餘款 575.53

1941 總額 3,730.43 總額 3,730.43
細項 前年度結餘 985.03 細項 薪水 1,232.9

會費 2,640 電話費 131.3
入會金 100 電扇費 2.4
通事徽章費 5.4 圖書費 120.26

 印刷費 6
通信費 19.58
新聞雜誌費 150.38
木炭費 52.34
消耗品費 375.95
年終獎金 325
雜費 510
宜蘭、花蓮港支部

費 
240

宿舍費 220
結餘 344.32

1942 總額 4,677.78 總額 4,677.78
細項 前年結餘 344.32 細項 薪水 1,300

會費 4,224 電話費 150
前年度未收金 109.46 電扇費 5

 圖書費 300
印刷費 20
通信費 30
新聞雜誌費 200
木炭費 60
消耗品費 500
年終獎金 360
總會費 50
宿舍費 240
雜費 500
支部費 384
聯合會費 150
預備費 428.78

製表：曾文亮。 

資料來源：「臺北辯護士會通常總會開催ノ件」、「臺北辯護士會定期總會開催ノ件」、

「臺北辯護士會定期總會開催ノ件」，〈自昭和十四年至昭和十七年弁護士

會總會及會則等ニ關スルモノ〉，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

類纂》，典藏號：00011150002、00011150007、00011150025（舊冊號 11150-2、

11150-7、111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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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941 年度台北辯護士會財產目錄表 

總資產（單位：圓） 7,082.69 摘要 

細項 

備品 5,230.5 共 81 項。含 2227 號電話加入權 

書籍 1,398.41 共 314 冊。其中定價不明者 53 冊 

現金 344.32 前年度結餘款 

債權 109.46 未收會費 

製表：曾文亮。 

資料來源： 「臺北辯護士會定期總會開催ノ件」，〈自昭和十四年至昭和十七年弁護士

會總會及會則等ニ關スルモノ〉，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

類纂》，典藏號：00011150025（舊冊號第 11150 冊，文號 25）。 

根據表 2-2，台北辯護士會在 1938-1942 年間之收入情況，大約在 4,000 元左右。

其中收入部分，最主要為會費／入會金以及年度結餘款，兩者占每年收入的九成以

上。至於支出部分，則以事務員薪水、獎金、會所維持費（水電、通信、消耗品）為

主，另外也有一部分會用於購買圖書、設備等，這些圖書、設備如果沒有滅失或消耗，

即成為辯護士會資產的一部分。例如在 1942 年台北辯護士會所製作的前一年度財產

目錄表（參見表 2-3）中，台北辯護士會的財產共有 7,000 餘元，而其主要的內容即

各種的設備（共 81 項）以及圖書（共 314 冊），分別占了總資產的 75%以及 20%左右。

其餘則是少量的現金與債權。 

經由上述分析可以確認，戰前的台北辯護士會確實擁有一定的財產，例如上述日

治時期所購置的圖書，即在戰後由台北律師公會繼續擁有及管理16。但是從歷次的收

支報告以及 1941 年度的財產目錄中，亦可確認至少到 1942 年為止，並沒有看到任何

購買不動產的紀錄。因此可推論，1936 年 10 月根據新法成立的台北辯護士會，在其

存續至 1942 年為止，並未購買當做會館的建築物／不動產。 

（二）非自有建物之會所的使用 

同樣藉當時報紙之記載，瞭解 1936 年改制後的台北辯護士會的活動，而特別留

意其與會所間的關係。表 2-4 即為 1936 年後台北辯護士會召開定期與臨時總會之基

本資料整理。 

                                                 
16 這批圖書目前以「台北辯護士會藏書」為名，典藏於台大法律學院圖書館內，俾能對日治時期法

律史研究有所貢獻。參見王泰升（2017），〈本院圖書館最新典藏之台北辯護士會藏書介紹〉，「國

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本院新訊」，https://goo.gl/rpyXoH（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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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936-1945 年間台北辯護士會總會之時間、地點與會議內容 

年度 會議日期 地點 會議內容說明 出處 
1936 19360410 台北地院辯

護士休息室

臨時總會。審議會則改正。 台日 19360411-11

19360509 台北地院辯

護士休息室

新會則起草委員會第一回會議。 台日 19360512-12

19360510 台北地院辯

護士休息室

新會則起草委員會第二回會議。 台日 19360512-12

19360512 台北地院辯

護士休息室

新會則起草委員會第三回會議。 台日 19360513-09

19360525 台北法院三

樓（高等法

院）會議室

台北辯護士會定期總會與臨時會。安保

忠毅、知念政信當選會長、副會長。安

保表示到新會則制定前暫時留任。隨即

進入臨時總會審議新會則。長尾景德提

出臨時動議成立第二草案小組。兩案對

立下散會。兩案對立之點，可謂為理想

與實踐論的對立。 

台日 19360525-07

19360913 台北地院辯

護士休息室

臨時總會。受理安保辭職案，新選出川

村淳為會長。會則部分，第一第二草案

外，整合成第三草案。最後決定審議第

三草案。整體通過。決定以第三草案送

總督認可，1001 起實施。新會則要點：

1、會長任期 1 年，但得連任。2、常議

員由 15 名縮減為 11 名。3、法律服務

屬委員會之權限。 

台日 19360914-07

19361010 台北法院三

樓會議室 

台北辯護士會總會流會。包括 9 名本島

人辯護士在內的 14 名辯護士，認為開

會時間在 9 日前通知，無視會則 10 日

規定，應屬無效，因此遲至下午 5 時半

才現身。隨即常議員會決議下週再召開

總會。（按：由是可知本島人辯護士影

響力已增強。） 

台日 19361011-07

19361017 台北地院辯

護士休息室

第 1 回總會。49 名中 41 人出席。會長

川村淳。副會長原為小宮元之助、穎川

增福，改選後，知念政信、施炳訓當選。 

台日 19361019-07

1937 19370508 高等法院會

議室 

第 2 回定期總會。會長川村淳，副會長

知念政信、陳有輝。 

台日 19370509-2 

1938 19380430 法院內辯護

士休息室 

第 3 回定期總會。 台日 19380503-n2

19380605 高等法院會

議室 

0605 臨時總會。建議內台司法統一、

事務改善。 

台日 19380607-n2

19380814 公會堂二樓

集會場 

台北辯護士會親屬繼承法制座談會。 台日 19380815-07

1939 19390422 高等法院會

議室 

第 4 回定期總會。 公文類纂 11150-2

19390527 高等法院會

議室 

台北辯護士會臨時總會。議案：交涉委

員設置案。 

公文類纂 11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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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會議日期 地點 會議內容說明 出處 
1940 19400430 台北地院辯

護士休息室

第 5 回定期總會。會長長尾景德。副會

長小山內績、蕭祥安。 

公文類纂 11150-7；

台日 19400501-07

1941 19410425 台北地院辯

護士休息室

第 6 回定期總會。年度收支決算承認、

年度收支預算議定、幹部與委員改選。 

公文類纂 11150-13

1942 19420411 台北地院辯

護士休息室

第 7 回通常總會。會長吉江潤國。副會

長窪田貞三郎、竹村延壽。 

公文類纂 11150-25

19420616 台北辯護士

會事務所 

臨時總會。議案：交涉委員之件。 公文類纂 11150-29

1943 19430411 — 0410 總會。會長吉江潤國。副會長窪

田貞三郎、黃啟瑞。 

台日 19430411-3 

1944 19440208 台北辯護士

會事務所 

臨時總會。會則第 6 章改定。 公文類纂 11068-8

製表：曾文亮。 

說明：1. 出處欄位說明，同表 2-1。 

2. 本表「公文類纂」為「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簡稱，後方數字代表「冊號-

文號」。 

3. 「－」表示未記載。 

資料來源：漢珍數位圖書公司《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

總督府公文類纂》。 

根據表 2-4，1936 年 10 月新成立的台北辯護士會，其歷年會員大會的地點，最

常見的是高等法院會議室（高等法院大樓三樓），或台北地方法院的辯護士休息室（高

等法院大樓一樓）等兩個地點。而根據《臺法月報》針對高等法院與台北地院新建築

落成典禮所製作的特別報導，高等法院新廳舍的空間配置如下：三樓的中央到北邊為

高等法院，南邊為檢察局。二樓的中央到北邊為地方法院，南邊為檢察局。一樓則分

配給辯護士休息室、供託局、登記所……等單位17。嗣據 1935 年 1 月《臺灣建築會誌》

刊載之「台灣高等法院及台北地方法院廳舍新築工事概要」（參見圖 2-2），一樓配置

辯護士室、辯護士應接室、辯護士事務員、辯護士通譯室等專屬空間18。也就是說，

台北辯護士會舉辦會員大會的主要場所，是高等法院新廳舍，而不是會所。 

不過在日治末期，戰爭對台灣的影響漸深19，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例如會員人數

減少）20，台北辯護士會開始在會所舉行會員大會了。在 1942 年 6 月以及 1944 年 2

月的台北辯護士會臨時總會，其會議地點均記載為「台北辯護士會事務所」。而台北

                                                 
17 參見《臺法月報》，〈高等法院、臺北地方法院合同新廳舍落成記念特輯號記事〉，28 卷 12 號（1934

年 12 月），頁 4。 
18 《臺灣建築會誌》，〈附圖說明：高等法院及臺北地方法院廳舍新築工事概要〉，7 輯 1 號（1935

年 1 月），頁 72。  
19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灣受到戰爭的影響增大，美軍從 1944 年開始猛烈轟炸

台灣，台灣被迫過著物資缺乏的日子。黃昭堂（著）、黃英哲（譯）（1989），《台灣總督府》，頁

182-183。 
20 至 1945 年二戰結束為止，台北辯護士會的人數從 1941 年起逐年下降。王泰升、曾文亮，前揭註

1，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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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士會的會所，根據 1936 年章程的記載，為台北市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21，根據

1944 年總督府指令認可的台北辯護士會章程修正案中所附的章程，事務所也在同一

地點（參見圖 2-3、2-4）22。但此項事實並不等同於辯護士會對設置會所的該建築物

擁有產權，已如前述。 

 

圖 2-2：高等法院及台北地方法院廳舍一樓平面圖 

說明：1. 辯護士及其事務員、通譯所使用之空間，集中於一樓西南角。 

2. 圖中指北方向為筆者所加，係大致方位，並非正北。 

 

                                                 
21 參見「臺北辯護士會會則認可ノ件」，〈昭和十一年永久保存第十四卷〉，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前揭註 15。 
22 參見 1944 年 3 月 1 日，「臺北辨護士會會則變更認可ノ件（指令第二三一七號）」，〈昭和十九年

一年保存第三卷〉，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11068008（舊冊

號第 11068 冊，文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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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臺灣建築會誌》，〈附圖說明：高等法院及臺北地方法院廳舍新築工事概

要〉，7 輯 1 號（1935 年 1 月），附圖（無頁碼）。 

 

圖 2-3：1936年「台北辯護士會會則」 

說明：第 1 條明載事務所地址在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 

資料來源： 「臺北辯護士會會則認可ノ件」，〈昭和十一年永久保存第十四卷〉，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10375018（舊冊

號 1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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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944年修正後之「台北辯護士會會則」 

說明：事務所仍在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 

資料來源： 「臺北辨護士會會則變更認可ノ件（指令第二三一七號）」，〈昭和十九年

一年保存第三卷〉，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

號：00011068008（舊冊號第 11068 冊，文號 8）。 

上述作為台北辯護士會之會所的建築物，既然不是辯護士會所購買的，何以其能

使用呢？此事與今之資深律師談及戰後台北律師公會最初會址時一定會提到的原台

北法曹會，又有什麼樣的關係？這些疑點成為探究戰後初期台北律師公會的會所產權

問題，所必須先釐清者。以下將由此展開一趟從現今，追尋過往的「尋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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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原台北法曹會建築物與台北律師公會之關係 

一、原台北法曹會建築物所在地：博愛路與貴陽街口 

如同本文一開始所引述之台北律師公會資深會員回憶，戰後初期台北律師公會最

初的會址，位於今博愛路與貴陽街交叉口。從今日該地的地貌來看，除司法院的停車

空間外，尚有用鐵皮搭建的法院自助餐廳、便利超商。從餐廳現況來看，並非日治時

期的建築物。鄰近路口靠博愛路的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庭大廈，也同樣是戰後新建的（圖

3-1）。 

 

圖 3-1：台北市貴陽街與博愛路口現況 

說明：鐵皮屋今為餐廳及萊爾富便利超商，旁為停車場，四層樓建物為高院刑事庭大廈。 

資料來源： 吳俊瑩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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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查 1945 年 4 月 1 日美軍所拍攝的航空影像（圖 3-2），在今司法大廈後方、靠

博愛路貴陽街交叉口，確實可見幾幢為樹木包圍環繞之建築物。且 1957 年台北市的

舊航照影像（圖 3-3），仍可看見該建築物的屋頂，盤據司法大廈基地街廓的西北角。 

 

圖 3-2：1945 年 4 月 1 日美軍空照圖 

說明：圖中指北方向為筆者所加，係大致方位，並非正北。 

資料來源：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中心，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

sinica.edu.tw/gis/taipei.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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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957年台北市的舊航照影像 

資料來源：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中心，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

sinica.edu.tw/gis/taipei.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17 日）。 

顯然在 1957 年之時，亦即在今司法大廈後方的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庭大廈尚未於

1967 年興建完成之前，靠博愛路貴陽街交叉口的確曾存在著一座日治時期的建築物，

掩蔽於樹林底下。再對照陳伯英律師所指稱的，博愛路與貴陽街口為台北律師公會最

早的會址，則這座現今已消逝的日治時期建築物，應該就是台北律師公會最初的會

館，亦即資深律師們「記憶中的台北律師公會會館」，也是如後所述的「台北法曹會

俱樂部建物」（簡稱「法曹俱樂部建物」，以下同）。總之，經過一番追尋後，傳說中

戰後初期作為台北律師公會會所的建築物，終於可確認其存在，但很遺憾的是，目前

只能從空照圖（圖 3-2、3-3）或廳舍配置圖（圖 3-11）知其所在位置，而看不見其完

整的建築物外觀。且如本文最後所述，於今徒留其在 1990 年代被拆除時的殘破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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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前台北法曹會的成立與法曹俱樂部 

前揭空照圖中猶可辨識其屋頂的日治時期建築物，為什麼是台北律師公會於戰後

最初的會館呢？依照陳伯英律師的說法，似與「法曹協會」有關。台北律師公會網站

介紹歷史沿革時，亦提及戰後在台北的律師，將日治時期的台北辯護士會與「法曹學

會」，重整為台北律師公會23。以下即循此線索，先探究日治時期正式名稱為「台北法

曹會」的相關歷史。 

（一）台北法曹會的成立及其俱樂部所在地 

台北律師公會資深律師所稱的「法曹協會」，經查係指 1934 年 8 月成立的台北法

曹會。該會之成立，與 1930 年前後總督府高等法院廳舍改建一事關係密切。按 1934

年 8 月，為紀念座落文武町六丁目一番地之高等與地方法院新廳舍（按：即今之司法

大廈）落成24，以高等法院院長竹內佐太郎為首，網羅包括總督府法務官僚如法務課

長、刑務所長，法院與檢察局方面的判官、檢察官，以及台北辯護士會所屬辯護士全

部在內的朝野法曹，組成了「台北法曹會」，作為朝野法曹的懇親、交流組織。會內

並設俱樂部，會員可依照自身興趣參加研究部、棋碁部、撞球部、弓道部、野球部、

網球部等。關於台北法曹會的所在地，1934 年 8 月 9 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目

前正申請撥交（日文為：拂下）舊廳舍上告部訟庭及上告部判官室，充作俱樂部，並

進行相關修築工程」25。  

該項報導所謂的「舊廳舍」，指相對於 1934 年落成的高等法院及台北地方法院合

同廳舍（今司法大廈）而言是舊的辦公廳，亦即建築史所研究者傅朝卿所稱「第二代

覆審（高等）與台北地方法院」建築群26。1899 年 4 月 17 日覆審法院自北門舊街城

隍廟移至台北城內文武廟西側27，1901 年台北地方法院亦自府前街移至大小南門間的

文武街三丁目（1922 年台北市行政區劃調整後為書院町三丁目）28。覆審法院與台北

地方法院廳舍，一北一南，座東朝西並置29，面朝今博愛路30。  

                                                 
23 台北律師公會，〈公會簡介・軌跡—歷史沿革〉，http://www.tba.org.tw/b5e430da14.html（最後瀏覽

日期：2017 年 3 月 20 日）。 
24 《府報》，〈官廳事項・廳舍移轉〉，2172 號，1934 年 8 月 12 日，頁 23。 
25 《臺灣日日新報》，〈法曹會を組織  朝野法曹を網羅して〉，1934 年 8 月 9 日，第 7 版。 
26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2006），《百年司法：司法・歷史的人文對話》，頁 78-79。該書有這個

建築群之照片可稽。 
27 《府報》，〈覆審法院廳舍移轉〉，503 號，1899 年 4 月 20 日，頁 33。 
28 〈州、廳ノ位置管轄區域及郡市ノ名稱、位置、管轄區域中改正〉，《府報》，2613 號（1922 年 3

月 24 日），頁 119。 
29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前揭註 26，頁 78-79。 
30 然 1934 年高等法院及台北地方法院新廳舍落成後，正門改易面東，朝今重慶南路方向，原高等

法院的出入口改為裡門，前後均可出入。《臺灣日日新報》，〈高等法院欲先移入 拆毀舊院建俱

樂部〉，1934 年 5 月 11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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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927年高等法院正門，遠方可見總督府中央塔樓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秘書課（編）（1927），《朝香宮鳼彥王殿下臺灣御成寫真帳・

昭和二年》。本圖自國立臺灣圖書館，寫真資料庫，https://goo.gl/DCaGto

（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11 日）下載。 

1919 年台灣總督府廢止覆審法院，改設高等法院，分上告與覆審兩部31，仍使用

原覆審法院之空間（參見圖 3-4）。另從圖 3-5：1911 年「最新台北市街鳥目全圖」、

圖 3-6：1927 年台北市街圖，搭配圖 3-7 的鳥瞰圖，即可知該覆審・高等法院的院址，

靠近今博愛路與貴陽街口。 

                                                 
31 參見王泰升（2014），《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修訂 2 版，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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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911年「最新台北市街鳥目全圖」套疊 Google Map 

資料來源：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中心，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

sinica.edu.tw/gis/taipei.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17 日） 

 

圖 3-6：1927年台北市街圖 

資料來源：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中心，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

sinica.edu.tw/gis/taipei.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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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台灣總督府鳥瞰圖，圓圈處為法院廳舍 

說明：本明信片發行於 1920 年代，確切時間不詳。但從圖中幾棟重要官廳建築落成

時間來看，以總督府後方的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今國史館）最晚落成，

1924 年 2 月竣工，故此照片應攝於 1924 年之後。 

資料來源：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 Taiwan Memory」，https://goo.gl/uRJvSD（最後瀏

覽日期：2017 年 7 月 17 日）。 

特別須注意的是，前述 1934 年 8 月 9 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中提到進行相關

的「修築工程」，應係指台北法曹會俱樂部增修工程。1934 年 5 月，報紙報導原高等

法院將拆除，興建俱樂部及弓箭場，高等法院及檢察局將於 6 月遷入新廳舍三樓32。

同年 8 月中旬，投入 7,000餘圓興建台北法曹會俱樂部各項設施，10 月時台北法曹會

俱樂部除網球部尚在尋找適合場地外，研究部、野球部、撞球部、弓道部、棋碁部各

項設備全部完工，將與高等法院及台北地方法院合同廳舍一同舉行啟用典禮33，11 月

18 日在法院廳舍內新築的台北法曹會俱樂部（當時報紙曾簡稱為「法曹俱樂部」）暨

附設射箭練習場正式啟用34。由是可知，位於書院町的舊廳舍，業經台北法曹會出資

而改建為「法曹俱樂部建物」，其風貌已不同於前述「第二代覆審（高等）與台北地

方法院」建築群。 

                                                 
32 《臺灣日日新報》，〈高等法院欲先移入 拆毀舊院建俱樂部〉，1934 年 5 月 11 日，第 4 版。 
33 《臺灣日日新報》，〈台北法曹俱樂部の落成式（十月三十日）〉，1934 年 10 月 21 日，第 7 版。 
34 《臺灣日日新報》，〈法曹俱樂部弓場開き〉，1934 年 11 月 19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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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台北法曹會俱樂部落成暨射箭練習場正式啟用之報導 

資料來源： 《臺灣日日新報》，〈法曹俱樂部弓場開き〉，1934 年 11 月 19 日，第 7 版。 

1934 年 8 月 21 日下午 13 時，台北法曹會假高等法院食堂，召開創立總會。出

席者包括高等法院長竹內佐太郎、高等法院檢察局檢察官長伴野喜四郎、台北地方法

院判官大里武八郎、台北地方法院檢察局檢察官長古山春司郎、法務課長山本真平、

台北辯護士會長安保忠毅，及其他判官、檢察官、辯護士、公證人等 80 餘名，會中

推高等法院竹內院長就議長席，通過創設費、收支預算等案35。故台北法曹會首任理

事長，不僅由高等法院院長擔任，「台北法曹會規約」第 2 條亦明載：「本會設於高等

法院」36。因此台北法曹會正式的會址，應該是位於文武町、當時稱為新廳舍的高等

法院；而法曹俱樂部建物則因改建自舊廳舍，故位於書院町37。 

日治時期所設立的台北法曹會，應有台灣人的參與。「台北法曹會規約」第 5 條

規定其「正會員」的資格如下：高等法院及其檢察局和台北地方法院及其檢察局的現

職高等官、總督府法務課長、台北刑務所所長、住在台北市的台北地方法院所屬辯護

士或公證人（圖 3-9）。 

                                                 
35 《臺灣日日新報》，〈台北法曹會創立總會〉，1934 年 8 月 23 日，第 8 版。 
36 「官有地無料使用許可ノ件（台北法曹會理事長竹內佐太郎）」，〈昭和九年十五年保存第四卷〉，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10514005（原冊號 10514）。 
37 台北律師公會資深律師訪談紀錄中，所謂「收回法曹協會原址」並不精確，蓋欲「收回」者是位

於書院町的建物，其非台北法曹會的「原址」。參見王泰升、曾文亮，前揭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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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台北法曹會規約 

說明：會員資格見第五條，台北辯護士會成員具該會正會員之入會資格。 

資料來源： 「官有地無料使用許可ノ件（台北法曹會理事長竹內佐太郎）」，〈昭和九

年十五年保存第四卷〉，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典藏號：00010514005。 

就日治時期法律上稱「本島人」的台灣人，在此不以戰後才出現的「省籍」觀念

而稱「台（灣）籍」，以免混淆了台灣人在當時具有日本「國籍」之事實；具日本國

籍的台灣人在踏出國境後（例如前往中國），會被日本外交單位或外國政府稱為「台

灣籍民」，但一般台灣人不會如此自稱38。由於台灣人在日治之前不曾有受過現代法學

訓練者，日治後在殖民地台灣受教育的環境較差，縱使不少人前往日本內地唸法律，

但台灣總督府法院未積極招募台灣人法律專業者出任判官，故日治台灣絕大多數判官

及所有檢察官為在台日本人，台北地方法院直到 1931 年才有第一位台灣人判官：黃

炎生39。1934 年 8 月台北法曹會創立之後，可能成為會員的台灣人判官有 3 位，除了

前述黃炎生（其後轉任辯護士）外，還有 1932 年擔任台北地院判官後曾調任其他地

院、1944 年回台北擔任高等法院判官的黃演渥，以及曾任台北地院判官直到 1935 年

才調職的饒維岳40。惟迄今尚未找到台北法曹會的會員名單，故不能確知這三位是否

具有會員身分。 

                                                 
38 參見王泰升、阿部由理香、吳俊瑩（2015），《台灣人的國籍初體驗：日治台灣與中國跨界人的流

動及其法律生活》，頁 81。日治台灣亦未施行日本關於「戶籍」的法律，故當時沒有某某「籍」

的概念。 
39 其詳，參見王泰升，前揭註 31，頁 174-182。 
40 賴劍毅等（編），前揭註 3，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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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較可確定的是，台北法曹會會員中有為數不少的台灣人辯護士。出於跟判官

類似的原因，日治台灣的辯護士（今稱「律師」）亦以日本人占多數。直到 1919 年才

有第一位在台北執業的台灣人辯護士：葉清耀，但至 1945 年為止，曾登錄於台北地

方法院的台灣人辯護士已有 17 位41。且 1936 年辯護士制度變革後，日本內地的辯護

士在台北地院登錄的人數銳減，故台北辯護士會雖會長仍是日本人，但兩席的副會長

通常有一位是台灣人42，足見此後台灣人辯護士已相當具有影響力。一項根據日治台

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原本所做的統計分析，顯示 1936 年改制後，在台北地院有辯護

士代理的民事事件中，由台灣人辯護士承辦者已超過 20%43。這些活躍的台灣人辯護

士，應可期待其加入台北法曹會，但因欠缺其會員名單，故仍不能具體指出有哪幾位。

日治時期作為另一種民間法律專業者的公證人，全是日本人44，故台北地院所屬公證

人沒有一位是台灣人。 

且日治晚期，整個台北辯護士會的會所，就設置於台北法曹會所擁有的法曹俱樂

部建物內。如前所述，台北辯護士會曾長期因不具法人資格而不能擁有財產，當其在

1936 年改制成為法人而需設置事務所時，並無可作為會館的建築物。恰好 1934 年成

立的台北法曹會，本是以專供朝野法曹聯誼而成立的團體，又擁有改建自法院舊廳舍

的法曹俱樂部建物，於是台北辯護士會就將其事務所，置於法曹俱樂部建物，亦即該

辯護士會會則第 1 條所記載的「台北市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換言之，台北辯護士

會因沒自己的會館，故將會所置於與其有密切關係的台北法曹會所擁有的法曹俱樂部

建物內。 

從台北法曹會的設立及其俱樂部的運作，包括允許台北辯護士會在其建物內設置

會所，在在顯示日治時期法院判官、檢察官、辯護士、法務官僚等朝野法曹聯絡交誼，

甚為平常。此司法文化與民國時代中國、戰後台灣出於防弊而阻礙朝野法曹往來，大

異其趣。對於不准律師與推事、檢察官見面的不成文規定，戰後初期的本省人律師曾

對此深感困擾，報載：「本省法曹人士，於過去事事自由，惟對于公私分明，頗稱峻

嚴，所以罕有弊端，而人民不以為怪」。對受過日本司法文化洗禮的本省人律師而言，

避免見面的規定根本是無謂束縛45。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國時代中國，律師形象不佳，

人們傾向於將律師視為類似傳統訟師的麻煩製造者，而非現代法觀念中在野的司法協

力者46，以致戰後自中國來台接收司法事務的官員，很難想像或理解上述日治台灣之

由公部門推動成立朝野法曹聯誼團體，並由該團體提供房舍給律師公會使用。此連帶

的使得中國接收當局，對戰後成立的台北律師公會的尊重程度有限，本文後述將再詳

細說明。 

                                                 
41 其名字、出身地、畢業學校、登錄年份等資料，參見王泰升、曾文亮，前揭註 1，頁 73-75。 
42 王泰升、曾文亮，前揭註 1，頁 83。 
43 王泰升（2017），《去法院相告：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修訂版）》，頁 129。該書對於台灣

人辯護士在法院的表現有不少討論，有興趣者可參閱之。 
44 王泰升（2018），《台灣法律史概論》，5 版 2 刷，頁 237-238。 
45 《民報》，〈律師與檢察官推事 不准見面一事  不日此束縛將見解除〉，1946 年 7 月 15 日，第 2

版。 
46 王泰升（2015），〈臺灣司法官社群文化中的中國因素─從清末民國時代中國追溯起〉，《政大法

學評論》，142 期，頁 37、註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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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曹俱樂部建物之基地取得過程 

再回到台北法曹會及其俱樂部建物，在日治時期的發展經過。從台灣總督府內部

公文可知，台北法曹會在舉行創立總會前不久，1934 年 8 月 7 日高等法院長竹內佐

太郎，即先以台北法曹會理事長身分向總督中川健藏申請擬撥交該院管理、位在台北

市書院町三丁目之建築基地，供該會使用47。據申請書所附「法曹會俱樂部敷地實測

圖」，借用地位於今博愛路與貴陽街口，面積為 0.168 甲，約合 492 坪，其與 1934 年

完成的新廳舍（今司法大廈）所在的文武町六丁目相鄰（圖 3-10）。 

 

圖 3-10：台北法曹會俱樂部建築基地實測圖 

                                                 
47 「官有地無料使用許可ノ件（台北法曹會理事長竹內佐太郎）」，〈昭和九年十五年保存第四卷〉，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前揭註 36。此後正文所述亦參照此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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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圖中箭頭所指之方框，即台北法曹會「借用地」。圖上借用地之右側地界線，

經比對竹內佐太郎申請案所附之地圖謄本，並查對 1922 年 4 月 15 日發行之「改

正町名臺北市街圖」，係書院町與文武町之町界，故借用地之東側地界係配合

町界，故為折線。 

資料來源： 「官有地無料使用許可ノ件（台北法曹會理事長竹內佐太郎）」，〈昭和九

年十五年保存第四卷〉，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典藏號：00010514005。「改正町名臺北市街圖」參見：中央研究院地理資

訊科學研究中心，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網址：http://gissrv4.sinica.edu.tw/ 

gis/taipei.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17 日）。 

此建築基地據竹內佐太郎所提出的申請理由書可知，係法院舊廳舍的所在地。台

北法曹會在新廳舍落成之際，希望總督府保留舊廳舍作為紀念性建築物，且若能撥交

該會加以運用，將更具意義。該會預定將該建物作為集會所及司法參考館使用，會所

係會員使用空間，司法參考館則陳列司法相關參考品及圖書，除供會員研究外，也對

一般民眾開放，提供民眾認識司法事務。據此，在台北法曹會借用地之上的建築物，

亦即法曹俱樂部建物，可分成兩部分。其一是供辦公及開會使用的「集會所」，在觀

念上是可作為身為台北辯護士之會員的使用空間，故前述位於「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

的台北辯護士會會所，推測係設置於此處；其二則是肩負司法博物館功能的「參考館」

（見圖 3-11 標示的名稱）。理由書最後特別提到，台北法曹會會則亦有一般民眾經幹

事推薦後入會之規定，屬公共的而非以營利為目的，並計畫將來比照日本內地的法曹

會，成立財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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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高等法院及台北地方法院廳舍配置圖 

說明：中央日字型建築為 1934 年新廳舍，右上圓圈為台北法曹會借用地及其建物，

該建物標示著「集會所」與「參考館」兩部分。 

資料來源： 「官有地無料使用許可ノ件（台北法曹會理事長竹內佐太郎）」，〈昭和九

年十五年保存第四卷〉，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典藏號：0001051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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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竹內院長所提申請案，總督府根據「台灣官有財產管理規則」第 4 條：「公用

之官有財產得買賣、借貸、讓與或交換。前項官有財產，在不妨礙公用目的下，得有

償或無償提供使用」。1934 年 10 月 22 日由台灣總督中川健藏委任總務長官平塚廣義

決裁本案，10 月 23 日以台灣總督名義發出指令第 6454 號，許可台北法曹會理事長

竹內佐太郎所提出之無償使用官有地財產申請案48，並附發「命令」一份，全文翻譯

如下（圖 3-12）49： 

第一，許可使用之土地，如申請書所載：台北州台北市書院町三丁目一

番地、建物敷地、壹分六厘四毫。 

第二，本件土地供申請書及理由書中所載供集會及司法參考館基地之

用，不得供其他目的之用。 

第三，使用期間自昭和九年十一月一日至同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計十

年。 

第四，本件土地因使用上有必要進行相關工事時，不得全部變更土地原

形或將該地借予他人使用。 

第五，公益上或官廳認為有必要時，得隨時增減變更本命令條款或取消

本許可。 

第六，違反本命令各項條款時，隨時取消本許可。 

第七，根據第五及第六條進行處分取消本許可，或使用人出於某些原因

交還本件土地，或期間屆滿時，應恢復土地原狀。該地現存全部

私有物件，由使用人負擔所有費用在官廳指定期間內撤除，若怠

於除去時，由官廳執行並向使用人徵收相關費用。 

第八，基於本命令所為之處分，造成使用人所生損害時，官廳不負賠償

責任。 

                                                 
48 〈博愛路一二五號房屋（即前法曹會）卷〉，臺灣高等法院藏，《臺灣高等法院總務科卷宗》，檔

號：68 年度檔總字第 256 號。 
49 「官有地無料使用許可ノ件（台北法曹會理事長竹內佐太郎）」，〈昭和九年十五年保存第四卷〉，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前揭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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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台灣總督府就台北法曹會借用官有財產附發之「命令」 

資料來源： 「官有地無料使用許可ノ件（台北法曹會理事長竹內佐太郎）」，〈昭和九

年十五年保存第四卷〉，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典藏號：00010514005。 

總督府原則同意竹內佐太郎所提出之申請，僅在使用期間方面，竹內佐太郎原欲

自 1934 年 11 月 1 日，申請借用 20 年，但總督府僅先同意無償使用 10 年。 

綜合前述，1934 年 8 月台北法曹會向總督府提出撥交原高等法院舊廳舍基地，

並同時展開俱樂部設施工程，10 月 22 日總督府民政長官平塚廣義決裁，同意無償借

予法曹會俱樂部建物所在的土地（建築基地）。雖至 1944 年 10 月 31 日時，該 10 年

的使用期間已屆滿，但台北法曹會並未如前揭指令第 6454 號所附命令第 7 條所規定

的，於「期間屆滿時，應恢復土地原狀」，且總督府方面也沒有任何催討的動作。此

時已進入美軍密集轟炸台灣的戰爭末期，1944 年 10 月間，美國海軍出動第 38 特遣

艦隊及大批艦載機實施轟炸，第 20 航空隊的 B-29 轟炸機亦配合轟炸，1945 年 1 月

起幾乎是每天空襲台灣50，台灣的工業蒙受重大損害，生產力明顯下降51，故台灣總

督府忙於應付戰爭所帶來的種種問題，無暇顧及司法事務，因此暫時決定讓台北法曹

會繼續使用該基地。是以，至日治結束的 1945 年 10 月 24 日為止，台北法曹會對於

法曹俱樂部建物所在的基地，事實上一直處於使用中的狀態。從歷史的眼光，台灣總

督府的前述不作為，已為有待戰後處理，埋下伏筆。 

                                                 
50 張維斌（2015），《空襲福爾摩沙：二戰盟軍飛機攻擊台灣紀實》，頁 6-7。 
51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前揭註 19，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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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日治時期，法律上台北法曹會對該基地擁有什麼樣的權利，並非全然明確。台

灣總督府之同意台北法曹會無償使用該基地，依當時的法學概念，應屬出於保護助長

私人事業而為的「助長行政」之行為52，兩者之間存在公法上的借用關係。惟從私法

關係而言，台北法曹會至日治結束為止，似尚未依原計畫成立財團法人53，故其團體

本身無私法上權利能力，而應由該團體的全體會員共有法律上的權利，亦即對該基地

的使用權。然而對於該命令上所載 10 年使用期間屆滿後的繼續使用基地，在法律上

的意義是什麼，當時並不存在有權解釋。從法理言，可解釋為雙方以事實上的不催討

與持續使用，默示達成繼續無償借用之合意，亦可解釋為原有無償借用關係，因期限

屆滿而當然終止。前者較有利於台北法曹會，後者則反之。 

但無論如何，法曹俱樂部建物的私法上所有權，係由拆除舊廳舍而修建為供俱樂

部使用的台北法曹會全體會員共有。按台北法曹會依公法上助長行政之作用而擁有的

建物，即前揭命令第 7 條所規定，在基地借用關係終止後應撤除的「該地現存全部私

有物件」。稱為「私有物件」，意謂著總督府當局認為地上之物的該俱樂部房舍與設施，

係由出資修建者（法院舊廳舍已拆除）擁有私法上的所有權。在台北法曹會尚未成立

財團法人之前，私法上由為該法曹會全體會員共有。 

三、戰後初期台北律師公會的重整及接收最初會館 

（一）以原台北法曹會移交之法曹俱樂部建物作為會館 

戰後「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依盟軍最高統帥麥

克阿瑟第一號命令，派員接收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故在國際法上尚未以條約處理台灣

主權之際，由中華民國政府取得台灣的統治權54。按 1945 年 10 月，職銜為「中國台

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二級上將」的陳儀，以署部字第一號命令，向「台灣地區

日軍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安藤利吉將軍（按：原台灣總督）」，表示其除了接受派駐台澎

之日本軍隊的投降，還「全權統一接收台灣、澎湖列島之領土、人民、治權、軍政設

施及資產」55。可見當時陳儀政府雖接收「治權」及「資產」，但不及於受讓「主權」。 

關於日治時期司法機關的接收，戰後係由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轄下行政院的司

法行政部，派楊鵬為台灣高等法院院長，負責接收原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及所屬各地

方法院。接收當局無視於前述台北法曹會之擁有法曹俱樂部建物且事實上使用該建物

所在的基地，逕認為台北法曹會所使用的台北市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土地及其上建

                                                 
52 長尾景德、大田修吉（1934），《臺灣行政法大意》（新稿），頁 261。 
53 日治時期有關法人登記，應當會刊登在台灣總督府《府報》，刊載於「法人登記」、「法人登記公

告」。經以「法曹會」、「法曹」等字檢索，均無所獲，故可推定台北法曹會尚未完成計畫中的財

團法人之設立。 
54 關於蔣中正之身分及軍事接收台灣之法律上依據的說明及原件，參見王泰升、薛化元、黃世杰

（2016），《追尋臺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與法律史研究》，3 版，頁 170-175。 
55 張瑞成（編）（1990），《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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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係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擁有56，故應由台灣高等法院接收。 

不過，戰後在中華民國法秩序下成立的台北律師公會，對該法曹俱樂部建物有不

一樣的情感及認知。1945 年 11 月 8 日，台北辯護士會依台灣高等法院訓令第五號重

行組織為「台北律師公會」，計有陳增福、蔡式穀、蔡伯汾、陳有輝、周延壽、陳逸

松、黃炎生、李瑞漢、林桂端等 9 位出席，選蔡伯汾為會長。依照同年 11 月 10 日蔡

伯汾提交台灣高等法院院長楊鵬、台灣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蔣慰祖的「台北律師公會

呈報事」所載，11 月 8 日的開會地點為「台北市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圖 3-13）57。

該地正是日治時期原台北法曹會俱樂部建築物之基地所在（參見前述圖 3-10），亦即

原台北辯護士會會所之所在地。 

 

圖 3-13：台北律師公會成立呈報事 

資料來源： 「臺北律師公會成立呈報事」，〈本省籍律師登記經過情形卷〉，檔案管理

局藏，《臺灣高等法院檔案》，檔號：A504000000F/0039/牘/140/1/002。 

蔡伯汾等選在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糾集台灣省籍的律師開會，實延續日治時期之

將該處作為律師公會會所，且日治末即在會所開會員大會之傳統。按蔡伯汾於日治時

期的 1924 年 4 月 22 日，向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局登錄為辯護士58，其後因事業重心移

往台北，1939 年 11 月 18 日從台中辯護士會改登錄台北辯護士會，至日本戰敗投降前，

                                                 
56 〈臺灣高院接收原高院情形案〉，國史館藏，《司法行政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2000003245A。 
57 王泰升、曾文亮，前揭註 1，頁 117。 
58 《府報》，〈辯護士名簿登錄〉，3219 號（1924 年 4 月 27 日），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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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伯汾均在台北執業59，活躍於戰後初期的台北司法界。依前引台北法曹會關於會員

資格之規定，蔡伯汾及其他在台北執業的台灣人辯護士均具入會資格，故可能已加入

該會；縱使無入會，對此朝野法曹聯誼組織之運作應當不陌生。因此蔡伯汾等人應知

悉位於「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的建築物係原台北法曹會俱樂部，也是台北辯護士會

的會所，且如前所述，1942 年及 1944 年曾在該會所舉行台北辯護士會臨時總會。 

不過在戰後新的情勢底下，台北律師公會欲保有原有的會所，需另做法律上安

排。戰前台北辯護士會是經由台北法曹會的同意，而得以在法曹俱樂部建物設置會

所。戰後台北法曹會由於大多數會員為日本人，甚或為前政府之司法官員，故其很可

能面臨被解散的命運。新成立的台北律師公會，因此需接管原台北法曹會擁有的法曹

俱樂部建物，以之為律師公會會館，方能繼續在該建物上設置會所。況且原台北法曹

會的會員在去除日本籍人士後，也幾乎僅剩原在台北執業的本省籍律師，故將該會原

有財產，交給日治時期曾出資修建、營運俱樂部的這些會員所組成的台北律師公會接

管，也相當合理，並可期待朝野法曹聯誼的原始設立目的能持續。 

於是在 1945 年 11 月 8 日台北律師公會重行成立後不久，1945 年 11 月 22 日台北

法曹會理事會做成決議，將該會所有的資產移交（日文稱「引繼」）給台北律師公會。

在「移交書」（日文稱「引繼書」，圖 3-14）中約定，原會員可進入移交給台北律師公

會的建物並使用相關娛樂設施。這樣的約定或許是為了保障原台北法曹會的日本籍會

員之權益，但亦可藉此推測所移交的財產，與日治時期的法曹俱樂部有關。根據該移

交書所載，台北法曹會所移交的財產計： 

1.木造平建屋一棟、磚瓦造平建屋一棟、連接走廊。合計建坪壹百參拾貳坪。 

2.現金五百貳拾七円九拾六錢。 

3.建造物備品等財產書類  一冊。 

經比對圖 3-11 的廳舍配置圖，台北法曹會借用地之上的建築物，被區分為集會

所與司法參考館兩部分，且其間存在著走廊，其情狀正好與移交書中所述「木造平建

屋一棟、磚瓦造平建屋一棟、連接走廊」相符。至此應可確認所移交者，就是日治時

期的法曹俱樂部建物。 

這是由這兩個人民團體，所達成的移交與接管的協議。在這份移交書上，所簽署

者分別是台北法曹會理事長高野正保與台北律師公會會長蔡伯汾，各自代表其所屬的

人民團體，在場見證有台北法曹會出納員岩崎吉之助與台北律師公會出納員名取友

央，亦為各個團體內負責管理所屬財產之人60。應特別注意的是，高野正保為原台灣

總督府高等法院院長，戰後負責與台灣高等法院長楊鵬辦理接收法院事務，但是在這

份移交書中，高野正保係以「台北法曹會理事長」，而不是以「高等法院院長」的身

分，將台北法曹會的所有財產、文卷根據理事會決議，移交給原有台北法曹會會員身

                                                 
59 《府報》，〈辯護士名簿登錄換〉，3740 號（1939 年 11 月 22 日），頁 56；王泰升、曾文亮，前揭

註 1，頁 74。 
60 「引継書」，〈博愛路一二五號房屋（即前法曹會）卷〉，臺灣高等法院藏，前揭註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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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台灣人辯護士們（蔡伯汾等）所組成的台北律師公會。 

總之，原台北法曹會全體會員依日治時期法律，共同擁有「木造平建屋一棟、磚

瓦造平建屋一棟、連接走廊」、計 132 坪之法曹俱樂部建物的所有權，並對該建物所

在的基地具有使用權或至少事實上占有使用中。本於一般人民既有權益不應受政權轉

替影響之法理，既然該等建物於日治時期即作為台北辯護士公會的會所，原台北法曹

會於即將解散之際，自可將其建物所有權及對建築基地的使用權，移交給登錄於台北

地方法院之律師依中華民國法所組成的台北律師公會，俾使其得以將會所繼續置於該

等建物內，建物本身亦因此成為台北律師公會史上第一座會館。 

 

圖 3-14：台北法曹會與台北律師公會之財產移交書 

來源：〈博愛路一二五號房屋（即前法曹會）卷〉，臺灣高等法院藏，《臺灣高等法院

總務科卷宗》，檔號：68 年度檔總字第 256 號。 

（二）1948年後會址的變動 

然而，根據 1948 年 1 月台灣高等法院呈報司法行政部台灣省律師公會調查表所

載，台北律師公會的所在地係「台北市建成街一段一四八號」（圖 3-15）61。此地址

                                                 
61 〈關於本省律師酬金暨公會章程卷〉，檔案管理局藏，《臺灣高等法院檔案》，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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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治時期行政區應為建成町，即今台北市大同區的長安西路、華陰街、太原路一帶。

建成街依 1946 年台北市政府改正街道名稱一覽表可知，為東西向街路，西至太平二

丁目派出所前，東至御成町市場62。換言之，在此時刻，台北律師公會的會所已不在

日治時期的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設於建成街的會址，推測可能是常務理事蔡伯汾（台

北市建成町四丁目十四番地）或理事長陳增福（台北市建成町一丁目一四八番地）的

個人事務所63。再據 1947 年 6 月 16 日蔡伯汾為當事人致台灣省貿易局的呈狀，文件

最後的所載的個人地址為「台北市建成街四段■號」（按：■係檔案編者基於個資塗

銷）64。如以四段對應四丁目，一丁目對應一段的話，台北律師公會的所在地「台北

市建成街一段一四八號」，應是理事長陳增福的事務所。 

  

 

圖 3-15：1948年台灣律師公會調查表 

說明：台北律師公會所在地位於建成街一段一四八號。 

資料來源： 〈關於本省律師酬金暨公會章程卷〉，檔案管理局藏，《臺灣高等法院檔

案》，檔號：A504000000F/0039/牘/156（原機關檔號：39 年度檔牘字第 156

號，行政類第 133 號）。 

                                                                                                                                                       
A504000000F/0039/牘/156（原機關檔號：39 年度檔牘字第 156 號，行政類第 133 號）。 

62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臺北市政府改正街道名稱一覽表〉，35 年夏字 51 期，頁 819。 
63 王泰升、曾文亮，前揭註 1，頁 117 所收檔案原件圖像。 
64 〈臺灣省物資調節委員會簽報省府為臺灣省貿易局新臺公司二二八事變損失及被竊之處理方式〉

（1947 年 8 月 2 日），陳惠芳（編著）（2017），《館藏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臺灣鹽業、臺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頁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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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根據 1950 年 9 月 12 日層奉司法行政部台指參字第 1222 號指令，所核定的

「台北律師公會章程」，於第 3 條係載明：「本會會址設在台北地方法院所在地」（圖

3-16）65。換言之，此時台北律師公會已無會館可用，故只能棲身於台北地方法院。

查各地律師公會將會址設於法院內者，尚有 1950 年 6 月 18 日成立之屏東律師公會，

其設立地點為「屏東地方法院律師休息室」66。若非設於法院內之律師公會，該會章

程及縣市政府所存置之「指導人民團體組織總報告表」，會明載其詳細的地址。例如

1949 年 8 月 27 日成立之高雄律師公會會址，即設於法院以外的地點，該會章程第 3

條稱：「本會會址暫設於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五十七號」，該地址經查該公會職員名

冊，為常務理事丁祥烈事務所地址67。 

 

圖 3-16：台北律師公會章程 

說明：1950 年 9 月 12 日經司法行政部核定之台北律師公會章程，於第 3 條規定：會

址設在台北地方法院所在地。 

資料來源： 「臺北律師公會章程函送案」，〈律師公會章程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1226016001001。 

                                                 
65 「臺北律師公會章程函送案」，〈律師公會章程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省級機關檔案》，典

藏號：0041226016001001。 
66 「為電送屏東市律師公會人民團體組織總報告表乞請核備由」，〈屏東市各種公會組織〉，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藏，《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1241212069006。 
67 「為檢送律師公會表冊復希知照由」，〈高雄市各種公會組織〉，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省級機關

檔案》，典藏號：004124121205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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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資料，可將政府檔案中顯現的台北律師公會會址，表列如下： 

表 3-1：台北辯護士會／台北律師公會會址所在地 

時間 地點 資料 
1936-1945 台北市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 台灣總督府告示及台北辯護士會則 

1945/11/8 台北市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 蔡伯汾呈台灣高等法院「台北律師公會呈報事」

1948/1 台北市建成街一段一四八號 「台灣省律師公會調查表」 

1950/9/12 台北地方法院所在地 「台北律師公會章程」 

製表：吳俊瑩。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 

總之，從會址的變動可清楚顯示，台北律師公會的會所原在「台北市書院町三丁

目一番地」上的建築物，1945 年時更進一步取得該建物產權，首次擁有會館，但不

久（1948 年 1 月之前）即交出該會館。其原因可能是來自戰後接收司法事務的台灣

高等法院，認為日治時期的法曹俱樂部建物應該由其接管，而非如上所述由台北律師

公會接管。惟目前並未找到台灣高等法院命台北律師公會交出該建物的法律文件，也

無任何文獻揭示律師公會交出其會館的經過。但台灣高等法院如下所述的作為，證明

其事實上已從台北律師公會的手中，取回原台北法曹俱樂部所擁有的該建物。 

（三）原法曹俱樂部建物的使用狀況及產權 

進行司法接收的台灣高等法院，很早就有意將該法曹俱樂部建物規劃為宿舍之

用。據台灣高等法院院長楊鵬向行政院賠償委員會填報之「台灣高等法院財產損失報

告單」，位在書院町的法曹俱樂部建物（檔案中稱「原高院俱樂部」），於 1945 年 5 月

31 日受美國飛機轟炸波及，損壞 2 大間68。針對受損部分，1947 年 7 月 8 日台灣高等

法院函請司法行政部撥款修繕，函中稱：「查本院原有前法曹俱樂部，戰時受盟機轟

炸，房屋震毀頗多，如能利用修復足供本院職員宿舍之用。祇以經費無著，迄未進行，

長此廢置，恐將日趨傾頹，無從修葺。」司法行政部認為本案修建工程固屬必要，但

國庫一時難以負擔，要求台灣高等法院另擬分年修建計畫另候核奪69。據上可知，台

灣高等法院院長楊鵬認為該法曹俱樂部建物是「本院原有」，且在 1947 年 7 月 8 日發

函時，台灣高等法院已經占有該建物，故呈請上級機關司法行政部以政府預算修繕之。 

雖不知台灣高等法院曾否另以分年修建計畫整修之，但可確定 1949 年 9 月時，

台灣高等法院已將該法曹俱樂部建物，配住給該院會計室外省籍的葉姓書記官70，直

至 43 年後的 1992 年 7 月 10 日該宿舍方得以騰空交還71。據該葉姓書記官所稱，其

                                                 
68 〈臺灣高等法院等財產損失〉，國史館藏，《賠償委員會檔案》，入藏登錄號：121000000990A。 
69 〈臺灣各司法機關修建工程卷〉，國史館藏，《司法行政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2000003573A。 
70 「臺灣高等法院證明書（81）義函總保字第 3756 號」，〈本院管有台北市博愛路一二五號宿舍被

葉○○佔用催討並拆除卷〉，臺灣高等法院藏，《臺灣高等法院總務科卷宗》，檔號：83 總字第 131
號。 

71 「簽於總務科 81 年 7 月 10 日」，〈本院管有台北市博愛路一二五號宿舍被葉○○佔用催討並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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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7 月任職台灣高等法院會計室書記官，辦理歲計工作，「當時由高院分配博愛

路一二五號宿舍，並於卅八年秋遷入居住（有案可查）」，對於該建物的來歷，也很清

楚地指稱此宿舍「係日據時代所建造，原為法曹俱樂部，光復初期，台北律師公會曾

向法院要求接收未果。72」按博愛路 125 號，即日治時期法曹俱樂部建物於戰後所編

訂的門牌號碼。葉姓書記官或不知或刻意遺漏台北律師公會早在 1945 年 11 月下旬就

已接管該建物，並作為會館，竟謂該公會「要求接收未果」，且未交代若其 1946 年 7

月到職後即受分配為宿舍，何以 1949 年秋才得以遷入。 

戰後初期，台灣高等法院對於戰前專供朝野法曹聯誼之用的建物，排除了台灣在

地律師團體的使用，固然反映其輕視律師在司法活動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喜律師與司

法官往來等觀念，從葉姓書記官之例看來，或多或少還有以之充當宿舍，鼓勵中國大

陸的司法人員來台任職的目的73。但無論如何，1949 年 9 月後，該處已確定成為高院

職員宿舍。根據建物登記謄本資料顯示（圖 3-17），博愛路 125 號上的建物辦理第一

次登記的時間是 1951 年 10 月 23 日，係「磚造（含木磚造）」一層樓，連同騎樓、附

屬建物在內，建物的基地總面積是 419.47（413.78+5.69）平方公尺，換算下來約 126.89

坪，這與當年原台北法曹會移交台北律師公會時所登載的 132 坪，相差無幾，或許辦

理戰後第一次登記重測後面積略減。至於建物所有權的部分，原因發生日期為「民國

34 年 11 月」，即戰後對司法機關進行接收之時74；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管理者

為「台灣高等法院」。換言之，在 1951 年 10 月時，原台北法曹會俱樂部所擁有的該

建物，已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管理機關為台灣高等法院。日後在有關司法大廈基地

的平面圖，該處即以宿舍標示75。 

                                                                                                                                                       
除卷〉，臺灣高等法院藏，前揭註 70。 

72 「陳請書  七十九年十月十五日」，〈本院管有台北市博愛路一二五號宿舍被葉○○佔用催討並拆

除卷〉，臺灣高等法院藏，前揭註 70。 
73 中國國民政府的司法行政部，於戰後即自中國大陸遴派前往台灣接收的司法官及審檢首長，但因

交通梗阻等因素，實際能來台辦理接收者僅數人而已。司法官以外的一般司法人員，包括書記官，

可能都有類似的問題。王泰升（2002），〈台灣戰後初期的政權轉替與法律體系的承接

（1945-1949）〉，氏著，《台灣法的斷裂與連續》，頁 89。 
74 該司法機關接收工作，始自 1945 年 11 月 1 日之接收原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及台北地方法院，其

後再至台灣各地辦理接收。王泰升，前揭註 73，頁 90。 
75 「圖 2-47  民國三十八年～五十六間司法大廈周邊新增空間圖」，徐裕健（計畫主持）（2007），《國

定古蹟司法大廈修復調查與委託技術服務》，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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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博愛路 125號（原台北法曹會俱樂部）建物登記謄本 

資料來源： 〈本院管有台北市博愛路一二五號宿舍被葉○○佔用催討並拆除卷〉，臺

灣高等法院藏，《臺灣高等法院總務科卷宗》，檔號：83 總字第 131 號。 

（四）1950年代初期會址移入現今司法大廈 

據陳伯英律師所述，台北律師公會在第二屆理監事、蔡伯汾當任常務理事時，因

原已接收的會館遭法院移作他用，會址遂移入司法大廈內。經查第二屆理監事任期為

1949 年 8 月 23 日至 1952 年 3 月 7 日76，復以 1950 年 9 月 12 日司法行政部核定之本

會章程，記載本會會址為「台北地方法院所在地」。台北地方法院在 1985 年 6 月 3 日

遷入司法新廈台北市博愛路 131 號辦公前，辦公處所在司法大廈二樓77。在會員口述

                                                 
76 「附錄五：台北律師公會歷屆理監事名單」，王泰升、曾文亮，前揭註 1，頁 393。 
77 賴劍毅等（編），前揭註 3，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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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檔案資料互證而不相矛盾的情況下，或可推論台北律師公會，應於 1950 年代初

即移入司法大廈內一隅。高瑞錚律師受訪時，亦曾表示公會會址是在「司法大廈當中

轉角的一個小房間」。雖不排除在更早的時間點移入，但因 1948 年 1 月時以陳增福律

師事務所的地址當作公會會址，故移入司法大廈應在此一時間之後。 

台北律師公會會址之移入司法大廈內，可從新聞報導獲得印證。例如 1954 年 4

月 16 日的《聯合報》，曾報導台北律師公會在司法大廈內，召開第四屆理監事會議78： 

台北律師公會，於十五日下午四時，在司法大廈召開理監事聯席會

議，出席理監事彭令占、王培基、季灝、蔣慰祖等廿餘人。決議對司法

行政部規定各級法院推事對律師辦案，填表考核，認為於法無據應作嚴

正表示，並推代表向司法行政部據理力爭即日廢止。 

又，1955 年 10 月 22 日報載某田姓人士，潛入司法大廈內竊取律師公會工友的

腳踏車，事洩遭法警事捕79。 

1967 年緊貼司法大廈後側面博愛路，占地 2,000 餘坪的四層樓法庭大廈（即今台

灣高等法院刑事庭大廈）完工啟用前夕，記者報導時曾提到台北律師公會與司法院、

司法行政部、高等法院、地方法院等機關均在司法大廈內辦公80： 

座落在北市博愛緊接著司法大廈後側佔地二千百三十坪達四層樓

法庭大廈在下月底可完工啟用。在司法來說，這法庭大廈完工，不僅是

司法機關多了一漂亮的新建築物，是為台北司法機關解決了一項多年無

法解決的難題而且與司法威信及訴訟當事人都極大的關連。司法大廈在

台北是相當大的公有建築物之一，但由於大廈中容納了司法院、司法行

政部、高等法院、地方法院等單位，甚至於律師公會也在裏面，以致大

廈內的各辦公所都有人滿之患，而高院與地院的法庭，更少得可憐。 

此外，1958 年前後台北律師公會所使用的信封（圖 3-18），載明會址為「重慶南

路一段一二四號 司法大廈」，清楚呈現其寄人籬下的狀態。至於所在樓層，如果根

據電話記載：「二六二四七（公會）  二九八二一（二樓）  二九七三三（三樓）」推

測81，司法大廈原始設計為三層樓建物，則所謂「公會」當時應是在司法大廈一樓，

位置可能就是原高等法院及台北地方法院廳舍配置於一樓的辯護士休息室。 

司法行政當局以日治時期的辯護士休息室，當做戰後律師公會的「會所」，意謂

著雖以休息室禮遇個別的律師，但不承認律師公會具有作為一個職業團體的地位。從

台灣律師史的觀點，幾乎等於是退回最早的 1900 年到 1936 年台北辯護士會時代，以

法院內律師休息室為主要的活動場所。台北律師公會這般不被當做法律專業團體看

                                                 
78 《聯合報》，〈推事考核律師  根據何項法條〉，1954 年 4 月 16 日，第 5 版。 
79 《聯合報》，〈法院竊車  眾警緝賊〉，1955 年 10 月 22 日，第 3 版。 
80 《聯合報》，〈法庭起大廈  官司有得打〉，1967 年 12 月 29 日，第 3 版。 
81 〈博愛路一二五號房屋（即前法曹會）卷〉，臺灣高等法院藏，前揭註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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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可能是其一再要求收回最初會館，最後自主購置會館的一大原因。 

 

圖 3-18：1958年台北律師公會信封 

資料來源：〈博愛路一二五號房屋（即前法曹會）卷〉，臺灣高等法院藏，《臺灣高等

法院總務科卷宗》，檔號：68 年度檔總字第 25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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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原法曹俱樂部建物的產權爭議及解析 

一、台北律師公會與台灣高等法院的爭議過程 

在忍受委屈約 10 年之後，台北律師公會決定向台灣高等法院討回公道。1958 年

10 月 29 日，台北律師公會以北律總字第 250 號（圖 3-19），發函台灣高等法院（副

本抄送司法行政部），要求「交還」該會接管的日治時期「台北法曹會建築物」，即本

文所稱的「法曹俱樂部建物」82。台北律師公會係根據第五屆第三、四、五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之決議，發函要求交還該建物，該函內容如下83： 

一、本會第三、四、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查接管卷內有接收日

據時期台北法曹會建築物一案，經原接收人蔡伯汾同業具函申述當

時接收經過，并組專案小組研究結果，認為前台北法曹會既經將建

築物、文卷移交本會，該會財產當然屬于本會，應函請台灣高等法

院要求交還」紀錄在案。 

二、本會會員現有四百五十人左右，會務日形繁複，復以奉令加強平民

法律扶助，亟需是項房屋應用……。 

從函文內容可知，當時台北律師公會尚保留原台北法曹會與該建築物相關的文卷

（據圖 3-14 的移交書，台北法曹會財產清冊及相關文卷係一併移交台北律師公會），

首任會長蔡伯汾並曾具函說明移交經過，該會甚至組成專案小組研究。難怪台北律師

公會的資深律師們，皆對這座「記憶中的台北律師公會會館」印象深刻。 

                                                 
82 如前所述，日治時期台北法曹會係設於高等法院，故台北法曹會會址是時稱高等法院新廳舍所在

的文武町，而在此所爭執的是原台北法曹俱樂部的建物，改建自時稱高等法院舊廳舍，故係位於

書院町，兩者有所不同，故僅稱「台北法曹會建築物」似不精確。 
83 「臺北律師公會（47）北律總字第○二五○號函」，〈博愛路一二五號房屋（即前法曹會）卷〉，

臺灣高等法院藏，前揭註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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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台北律師公會行文台灣高等法院交還日治時期「台北法曹會建築物」 

資料來源：〈博愛路一二五號房屋（即前法曹會）卷〉，臺灣高等法院藏，《臺灣高等

法院總務科卷宗》，檔號：68 年度檔總字第 256 號。 

台灣高等法院的初步回應是，因情況不明，請台北律師公會特定標的物並提出權

利證明。1958 年 11 月 3 日台灣高等法院函覆台北律師會公會，以該公會並未在函中

敘明該「台北法曹會建築物」究係坐落何處，要求將來函所稱建物之文卷檢送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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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憑查案核辦。按該回函於擬稿時，曾有：「查本院帳冊亦無是項財產記載」一詞，

但在公文初核時遭刪除84。其實本函擬稿人高等法院總務科人員戎壽臧，在簽呈明白

指出「該項建物，本院無案可稽，擬函請該會（按：台北律師公會）將法曹會建築物

之財產憑證及有關文卷檢送來院，以便明瞭該建築物之所在地址。」該院人員韓繩治

在會簽意見中亦稱「所謂法曹會建物座落何處，未據敘明，本院帳冊亦無是項財產記

載，擬飭檢具其產權憑證再憑核辦」85。似乎戰後初期為司法接收的台灣高等法院相

關人員，在向台北律師公會索取其接管的法曹俱樂部建物時，並未留下相關的檔案。

因此不但現今的我們，連 1950 年代晚期該院管理財產的總務科人員，都不知道台灣

高等法院當年是如何占有該法曹俱樂部建物，故只好要求律師公會檢送產權憑證，以

掩飾自己的不知情。 

台北律師公會相對的保有較多相關證物。1959 年 4 月 20 日台北律師公會函覆台

灣高等法院總務科，並由該公會常務理事彭令占律師將 4 張文件照片，面送台灣高等

法院院長李學燈86，包括 1934 年（昭和 9 年）台灣總督中川健藏所發的第 6454 號「指

令」、「命令」、「台北法曹會俱樂部建築決算書」、「移交書」（原文：「引繼書」）等。 

院方收到台北律師公會檢送之歷史文件後，總務科先後有二次簽呈。一是 1959

年 4 月 22 日，二是 1959 年 9 月 21 日所簽，前後相距 5 個月。4 月 22 日的簽呈，已

寫明：「前台北法曹會建築物（即博愛路一二五號房屋）」，可見台灣高等法院此時已

確認系爭標的物，就是其戰後接收為職員宿舍的日治時期法曹俱樂部建物。接著擬以

請求方所提出的權利憑證，否認其權利，故主張台灣總督府昭和 9 年 10 月 23 日指令

所附命令第 3 條規定的使用 10 年期限早已屆滿，依其第 7 條所載，使用期滿後應將

本件土地恢復原狀，存置於該地之私有物件，由使用人負擔費用，由官廳在指定期間

拆除之。從而認為：「該會（按：台北律師公會）對於該地上物之使用權，現早已期

滿，除本院得依照上項規定請該會恢復原狀外，該會無權主張交還」。在此法律論證

中，只用台北律師公會所提出的日治時期的命令為據，未顧及戰後應適用中華民國

法，卻又忽略與該日治時期命令所針對的是台北法曹會，為何持之以規範台北律師公

會？4 月 23 日院長李學燈過目此簽呈時，似在稿紙上打個問號，表示對總務科所擬

意見有所疑慮。 

9 月 21 日總務科提出第二份簽呈。本次簽呈為可視作台灣高等法院對該法曹俱

樂部建物之產權歸屬所持立場（前述 4 月 22 日的簽呈公文上已註明「作廢」）。本案

經高院總務科「再三研究」後，所獲致的結論為：「律師公會所檢送之文卷，尚無從

證明原台北法曹會使用之建築物即係律師公會所有」。總務科所持理由有如下三點。

（一）台灣總督府昭和 9 年 10 月 23 日所發指令「所指之法律上主體為台北法曹會，

                                                 
84 「臺灣高等法院總字第 27064 號函」，〈博愛路一二五號房屋（即前法曹會）卷〉，臺灣高等法院

藏，前揭註 48。 
85 「簽呈  四十七年十月卅一日於總務科」，〈博愛路一二五號房屋（即前法曹會）卷〉，臺灣高等

法院藏，前揭註 48。 
86 「臺北律師公會（48）北律總字第○二五○號函」〈博愛路一二五號房屋（即前法曹會）卷〉，臺

灣高等法院藏，前揭註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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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台北律師公會，且該指令所附命令之基地租用期限亦因於民國三十三年（即昭和

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屆滿而失效」。（二）台北律師公會之請求交還房屋，「並未明

示其根據」，因其僅提出 1945 年 11 月 22 日台北法曹會經理事會決議，將其所有的財

產移交台北律師會，但是「該法曹會依何根據而得將法曹會使用之財產經議決方式而

移交與律師公會所有，暨該決議之內容為何？則均無案可查」。（三）前揭總督府昭和

9 年 10 月 23 日指令所附命令第 3 條，准予台北法曹會使用之期限既至 1944 年 10 月

31 日期滿而失效，「本件建築物自仍恢復法院所管有」，故 1945 年時原台北法曹會是

「將已經期間屆滿而喪失使用權之建築物移交台北律師公會，似係無權處分」87。值得

注意的是，台灣高等法院對於日治時期不存在有權解釋，但有兩種解釋可能性的期限

屆滿後基地借用法律關係，採取了對總督府，亦即「日本殖民統治當局」較有利，而

對人民團體較不利的見解。9 月 24 日院長李學燈在簽呈上鈐蓋「閱」字。台灣高等

法院應據本簽呈函覆台北律師公會，對所請交還建物一事，表示「未便照辦」，不過

在檔案中未見函稿。 

戰後初期曾擁有自己會館之記憶是如此的深刻，使得台北律師公會於 1967 年 9

月轉向司法行政部提出，在前述日治時期總督府撥交給台北法曹會之建築基地上，改

建律師大樓案。台北律師公會之提案內容為：「司法大廈後門右側地上建築原屬法曹

會，光復時由本會接收在卷，茲以年久失修，有碍觀瞻，擬予收回改建律師大樓，可

否提請討論案」88。司法行政部責令台灣高等法院查明處理，但後續情況，尚無找到

相關檔案。從結果論來看，高院應未同意此案。但台北律師公會始終不願放棄向高院

「討回」台北法曹會所移交的財產，似乎連帶拖延了購置會館問題。陳伯英律師接受

訪談時表示，1971 年當時公會有 200 多萬的盈餘，有理事提議購買新會館時，仍有

「朱宗文律師等主張應先交涉收回法曹協會原址而作罷」89。 

1990 年 7 月至 9 月間，司法院以博愛路 125 號國有房舍屬超齡危險房屋，安全

堪虞，且鄰近總統府、國防部等政府重要機關，「有礙觀瞻」，要求管理人台灣高等法

院依建築法第 78 條第 3 款，視作「傾頹或朽壞有危險之虞必須立即拆除之建築物」，

對於眷舍現住人之搬遷事宜，要求克服一切困難，設法解決90。當時尚有 2 戶 7 人設

籍91。1992 年 7 月、1993 年 2 月葉姓及周姓眷戶先後遷出92，1993 年 2 月台灣高等法

院向司法院、審計部請准報廢拆除該建物，皆准備查93。1993 年 12 月 20 日台灣高等

                                                 
87 「簽呈  四十八年九月廿一日」，〈博愛路一二五號房屋（即前法曹會）卷〉，臺灣高等法院藏，

前揭註 48。 
88 「通知  中華民國伍拾陸年玖月廿玖日」，〈博愛路一二五號房屋（即前法曹會）卷〉，臺灣高等

法院藏，前揭註 48。 
89 王泰升、曾文亮，前揭註 1，頁 308。 
90 「司法院（七九）院台秘五字第 04284 號函」、「司法院（七九）院台秘五字第 05461 號函」，〈本

院管有台北市博愛路一二五號宿舍被葉○○佔用催討並拆除卷〉，臺灣高等法院藏，前揭註 70。 
91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區戶政事務所簡便行文表  79.10.16 北市警正戶字第 12912 號」，〈本院

管有台北市博愛路一二五號宿舍被葉○○佔用催討並拆除卷〉，臺灣高等法院藏，前揭註 70。 
92 「簽於總務科 82 年 2 月 9 日」，臺灣高等法院藏，前揭註 70。 
93 「司法院函 （八二）院台秘字第 02833 號」、「審計部函 台審部伍字第 8300065 號」，〈本院管

有台北市博愛路一二五號宿舍被葉○○佔用催討並拆除卷〉，臺灣高等法院藏，前揭註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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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因經費拮据，託台北地方法院代為拆除整平位在司法大廈旁福利餐廳旁邊的日式

木造房屋94，1994 年 1 月 24 日台北地院回覆高院拆除整平完竣95。同年 2 月 18 日台

灣高等法院向台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就該院經管座落博愛路 125 號建物，辦理滅失

登記96。  

對比原台北法曹會在 1945 年 11 月 22 日「移交書」中所稱：「木造平建屋一棟、

磚瓦造平建屋一棟」，上揭「日式木造房屋」可能即是該「木造平建屋」。至於「磚瓦

造平建屋」部分，參酌前述 1957 年台北市舊航照影像還看得到幾幢日治時期建築物，

有可能到了 1960 年代，為興建今司法大廈後方的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庭大廈，而予以

拆除。 

綜上所論，日治時期台北法曹會 1934 年設立時，整修法院舊廳舍所完成的法曹

俱樂部建物，於日治末曾遭美軍轟炸而受損，戰後之初原由台北律師公會接管而成為

其會館，但台灣高等法院旋即將之移作職員宿舍之用。於 1958、1959 年時，台灣高

等法院拒絕將該建物交還台北律師公會，且不久之後很可能就在該法曹俱樂部建物之

基地的一部分興建刑事庭大樓，但仍不准台北律師公會在其餘的基地上興建律師大

樓。直到 1990 年代，日治時期法曹俱樂部建物僅剩的「日式木造房屋」已殘破不堪，

才將之夷為平地。但此舉亦讓台灣司法史上值得珍惜的歷史記憶，例如以該建物作為

律師公會的會所、朝野法曹在該處進行聯誼等等活動，從此無所附麗，僅存拆除前的

照片可供憑弔。 

 

                                                 
94 「台灣高等法院函（82）院總保字第 14846 號」，〈本院管有台北市博愛路一二五號宿舍被葉○○

佔用催討並拆除卷〉，臺灣高等法院藏，前揭註 70。 
9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函 （八三）北院總字第 2493 號」，〈本院管有台北市博愛路一二五號宿舍

被葉○○佔用催討並拆除卷〉，臺灣高等法院藏，前揭註 70。 
96 「臺灣高等法院函 （八三）院總保字第 2027 號」，臺灣高等法院藏，前揭註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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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1：博愛路 125號拆除前夕情況 

資料來源： 〈本院管有台北市博愛路一二五號宿舍被葉○○佔用催討並拆除卷〉，臺

灣高等法院藏，《臺灣高等法院總務科卷宗》，檔號：83 總字第 131 號。 

 

圖 3-20-2：博愛路 125號拆除前夕情況 

資料來源： 〈本院管有台北市博愛路一二五號宿舍被葉○○佔用催討並拆除卷〉，臺

灣高等法院藏，《臺灣高等法院總務科卷宗》，檔號：83 總字第 13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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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權爭議的法律上解析 

關於法曹俱樂部建物產權的第一張關鍵文件是，1934 年 10 月 23 日台灣總督中

川建藏所發出的指令第 6454 號，為許可台北法曹會申請之無償使用官有地財產而附

發的命令（圖 3-12）。此命令所指涉的「官有地」，係台北法曹會修築的俱樂部建物所

在之地，故有必要先交代該建物的由來及其權利歸屬。按台灣總督府於 1934 年完成

高等法院及台北地方法院新廳舍（即今之司法大廈）的同時，同意將位於「台北市書

院町三丁目一番地」的舊廳舍（即今博愛路與貴陽街口），撥交同年為促進朝野法曹

聯誼而成立的台北法曹會，由其出資修建該舊廳舍而成為本文所稱「法曹俱樂部建

物」。惟台北法曹會尚未成為財團法人，於私法上無權利能力，故該建物於私法上的

所有權應屬於台北法曹會全體會員共有。1936 年台北辯護士會在新制底下成為法人，

其雖沒有購置會館，但其會址為「台北市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圖 2-3、2-4），可見

為公益而存在的台北法曹會同意台北辯護士會將辯護士會事務所，設置於台北法曹會

俱樂部所管理的建物內。台北辯護士會的總會通常是在上述新廳舍的三樓會議室或辯

護士休息室內舉行，但 1942 年及 1944 年的臨時總會就在台北辯護士會會所，亦即法

曹俱樂部建物內舉行。 

總督府透過前揭指令第 6454 號，本於「助長行政」之目的，撥交上述法曹俱樂

部建物所在的基地，給予台北法曹會無償使用。在私法關係上，台北法曹會全體會員

因而共有對該基地的使用權。惟前揭指令所設定的 10 年使用期限於 1944 年屆滿，雖

台北法曹會事實上繼續使用，總督府亦未排拒之，但法律上可解釋為雙方已默示合意

繼續無償借用，亦可解釋為雙方的無償借用關係因期限屆滿而當然終止。日治時期的

有權解釋機關，並未明示採取何者。 

戰後改依中華民國法制，處理原法曹俱樂部建物及其所在基地之法律關係。依中

華民國法制接收日治時期司法機關的台灣高等法院，曾根據日治時期前揭總督指令，

認為建築基地之無償借用關係因期限屆滿而失效，故該土地上之法曹俱樂部建物即

「恢復法院所管有」。這項見解是台灣高等法院以司法行政機關的身分所做的有權解

釋，但其非司法裁判，亦非中華民國法秩序最終的有權解釋。按戰後中華民國法秩序

應尊重日治時期既有的私權關係，故必須認知：依日治時期的法律，該建物的私法上

所有權屬於原台北法曹會全體會員共有，並非台灣總督府法院管理的日本國有財產。

這項法律關係不因建物所在之基地的使用權喪失而改變，此所以前揭命令規定在喪失

基地使用權時，建物所有權人有移除地上物之義務（否則基地所有人自行處置「自己

的」地上物即可）。至於基地，戰前始終為台灣總督府所有，故戰後依中華民國法自

1945 年 10 月 25 日起成為國有，並由台灣高等法院接管97。因此中華民國政府須基於

其國家權力的發動，出於與台灣總督府同樣的「助長行政」之目的，另外做成行政處

                                                 
97 戰後該土地雖為作為司法大廈及職員宿舍基地，但管理機關一度登記為台灣省公產管理處，經台

灣高等法院行文台灣省政府，1952 年變更土地管理機關為台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請更正

接管土地案〉，國史館藏，《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檔案》，入藏登錄號：04500001229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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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決定是否讓原法曹俱樂部建物所有人無償使用該基地，而不必引用包括前揭總

督指令在內的日治時期法律。 

第二張關鍵文件是，1945 年 11 月 22 日台北法曹會由其理事長高野正保簽署之依

該會理事會決議做成的「移交書」（圖 3-14），將日治時期的法曹俱樂部建物，亦即「木

造平建屋一棟、磚瓦造平建屋一棟、連接走廊。合計建坪壹百參拾貳坪」，移交給以

會長蔡伯汾為代表人的台北律師公會。此時因日本戰敗而由中華民國民政府接收台

灣，並自 1945 年 10 月 25 日起施行中華民國法制，故台北律師公會先依台灣高等法

院訓令第 5 號而於 1945 年 11 月 8 日重行組織成立，再於同年月的 22 日接管作為其

前身台北辯護士會會所所在的原法曹俱樂部建物。 

台灣高等法院 1959 年在拒絕交還原法曹俱樂部建物時，曾經質疑原台北法曹會

移交給台北律師公會的「根據」是什麼？其實就是如下所述，基於保障人民既得權益

不受政權轉替影響之法理，所衍生出的法律上論理。如之前一再強調，原法曹俱樂部

建物係台北辯護士會會所之所在，故戰後理應由依中華民國律師制度而成立的台北律

師公會，亦即國家法上同性質的律師職業團體，予以接管。按中華民國司法行政部於

1950 年亦曾持類似的見解，認為：「台省日治時代之公益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於光

復後若已依我國法改組或合併為新法人者，該新法人即有獨立之人格，其財產由新法

人接收」98。在此與一般情形有別的是，作為辯護士會會所的建物，原本非由該辯護

士會所擁有，但是擁有建物所有權的原台北法曹會全體會員，願意將所有權移轉給新

成立的台北律師公會，以避免因權利主體的問題干擾同性質團體的接續，應予以肯

定。這也導因於曾出資修建、營運法曹俱樂部建物的原台北法曹會，於戰後絕大多數

會員將離台，僅剩的會員幾乎就是組成台北律師公會的這些本省人律師，故該會全體

會員願意成人之美，讓台北律師公會取得該建物所有權以設立會所，甚至期待其承接

後可繼續推動原台北法曹會所關注的朝野法曹交流。 

在法律技術面上，容有前揭移交書做成時，台北律師公會是否具法人資格而可承

受該建物所有權的問題。1945 年 11 月 8 日成立的台北律師公會，在公法上是依台灣

高等法院訓令所成立的人民團體，故在私法上應可如同原台北法曹會之例，由全體會

員共有該建物所有權。經查台北律師公會於 1995 年 11 月 22 日完成社團法人設立登

記99，該公會在此之前，於私法上若不具法人格，亦應可經由全體會員共有方式而擁

有產權。 

不過，戰後初期在台灣主導司法機關之接收的台灣高等法院，卻欲將原法曹俱樂

部建物轉作職員宿舍。姑且不論國際法上軍事接收所應遵守之法規範，若依中華民國

法制，1946 年 6 月間司法行政部公布的「台灣省辯護士整理辦法」第 3 條僅要求原

有之各辯護士會應即解散，立行財產之清算，且其第 5 條規定清算後之剩餘財產，移

                                                 
98 「臺灣省在日治時代之公益社團及財團法人其財產處理奉行政院核釋案」（1949 年 12 月），〈法

律疑義解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0710006770007。 
99 這項資料來自司法院，「法人及夫妻財產登記公告」查詢系統：http://cdcb.judicial.gov.tw/abbs/wkw/

WHD6K00.jsp（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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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於各地方法院院長「保管」100。換言之，戰後重新組織的台北律師公會，縱令因該

辦法而須解散並為財產清算，屬剩餘財產之由原台北法曹會移交的新會館的建物所有

權，法院僅能「保管」，以待釐清法律關係，而非逕予沒入。固然 1945 年時，中國接

收當局曾規定：「凡日人不動產在本年八月十五日以前變更、移轉或設定負擔者，一

律無效」101。但其所規範的是私人間的一般私法上交易，而在此如前所述，係本於國

家的律師制度，由依中華民國法成立的律師公會，經由原台北法曹會的中介，而承接

原依日治時期法成立的辯護士會會所的建物，非一般的私法上交易，故不應適用該規

定而認為無效。惟來自中國的台灣高等法院院長楊鵬，不顧台灣在地人之感受，執意

取回本省人律師因政權轉替而首次得以擁有的律師公會會館。或許台灣高等法院就是

引用前揭整理辦法第 5 條，而要求台北律師公會將其剛剛承接得來的會館「移交」法

院「保管」（故爾後律師公會一直請高院「交還」），但由於現今已無留存的檔案可稽，

故僅能如是猜測。 

在軍事接收當局的威權統治下，台北律師公會不能保有該法曹俱樂部建物，以致

公會的會址從理事長個人的事務所轉到「台北地方法院所在地」，整個律師公會一直

被置於法院內一隅，有何律師專業團體之尊嚴可言？至於原台北法曹會俱樂部擁有的

建物，則在 1951 年 10 月 23 日由管理人台灣高等法院辦理第一次登記，登記為國有。

台北律師公會於 1958 年欲爭執其對該法曹俱樂部建物擁有產權，1967 年又再次爭取

使用該建物所在之基地蓋律師大樓，但均無功而退。於民主化到來的 1990 年代，爭

議中的產權所依附的該法曹俱樂部建物，已因被拆除而滅失了。 

於今基於「轉型正義」的理念，對於過去威權政府否定台北律師公會之擁有最初

的會館，應如何予以評價呢？戰後接收當局之沒入台北律師公會會館以充作職員宿

舍，是否形式上合法已有待商榷，更重要的是實質上並不正當。按 1945 年中華民國

政府在台灣為接收時所面對的是，戰前為「敵國」，亦即日本國籍，戰後為「本國」，

亦即中華民國國籍的台灣在地人（本省人族群），不同於一般在占領地對敵國國民進

行接收，故對將是同一國的人民，理應較為寬容與優待。然而在本案例中，台灣人辯

護士在擁有日本國籍時，可使用日本政府支持的原台北法曹會所擁有之建物，當作會

所、從事聯誼活動；戰後「本國」來接收，結果卻是自己跟具有日本國籍者一樣都不

能再使用了，倒比較像是遭到「外國」政府「劫收」。此與其他日治時期既得權益於

戰後不受保障的事例一樣102，讓在地人民反因所謂的「光復」而受害103，故於今應肯

                                                 
100 「臺灣省辯護士整理辦法」第 3 條：「原有之各辯護士會，應即解散，立行財產之清算。前項財

產之清算，以原任辯護士會正會長及本省籍辯護士一人充清算人。本省籍辯護士之清算人，由各

該地方法院院長指定之，原任辯護士正會長如有不能為清算之情事時，亦得由各地方法院院長另

行指定一人充之。」第 4 條：「依前條所為之清算，應由各地方法院院長監督清算之。清算處理

財產，應經地方法院院長之許可。」第 5 條：「原辯護士會之全部文件檔卷及清算後之剩餘財產，

應於清算完畢後，移交於各地方法院院長保管」。〈中央法規命令輯要・臺灣省辯護士整理辦法

（1946 年 6 月 28 日行政院指令修正）〉，《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5 年秋字 33 期，頁 514。 
101 相關的法令，參見王泰升，前揭註 73，頁 33-34。 
102 例如，日治時期不動產物權變動採登記對抗主義，故可能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之前與日人買賣不

動產並即交付，而於該日之後才辦理登記，卻被接收當局認為該項買賣無效，原買受人得向法院

起訴請求原出賣人之日人退還價款，但戰亂下該日人可能已無資力返還了。又如日治時期所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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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受害的台北律師公會有請求彌補損失的權利。縱令這一座許多資深律師「記憶中的

台北律師公會會館」業已滅失，今之政府仍可重建一個可讓朝野法曹聯誼的處所，或

還給人民一個司法博物館，這些是當年若讓台北律師公會管理該法曹俱樂部建物所可

提供的，或至少應在該建物原址豎立紀念碑。以此等方式進行彌補，是為實踐轉型正

義所經常採取者104。 

伍、結論 

欲探究台北律師公會曾否擁有自己的會所產權或其他財產？須從日治時期於

1900 年成立的台北辯護士會，開始追問起。由於當時的「台灣辯護士規則」沒有賦

予辯護士會法人格，故其在法律上無從擁有財產。且當時的「台北辯護士會則」內，

並沒有記載會所；另從 1900 到 1935 年的報紙，可發現其開會地點是在法院內供律師

休息之處所或飯店，討論事項中也都沒談到會所。不過，1936 年 4 月 1 日施行的台

灣辯護士令，已賦予辯護士會法人格，此後台北辯護士會即可擁有財產了，然而在台

北辯護士會的「財產目錄」上，有設備、書籍，卻沒有不動產。依據台北辯護士會新

通過的章程，其財產管理與重要資產處分要經過「常議員會」審議或「總會」決議，

但從報紙及總督府檔案所整理的總會紀錄，發現其討論事項從未提及購置會館之事。

因此 1936 年以後的台北辯護士會，應該未曾購買不動產以作為會館。其會員總會亦

大多在高等法院會議室（高等法院廳舍三樓）與辯護士休息室（高等法院廳舍一樓）

舉行，但於日治末的 1942 年、1944 年，曾在該會的事務所舉行過臨時總會。換言之，

台北辯護士會雖未購置會館，但已有會所。 

關鍵就在於 1936 年之後的台北辯護士會，借用 1934 年設立的台北法曹會所擁有

的法曹俱樂部建物，以作為其會所。1936 年依新制成立的台北辯護士會在章程中規

定，其事務所位於「台北市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依 1945 年 4 月美軍拍攝的空照圖，

此一地址在今司法大廈後方、靠博愛路貴陽街交叉口，確實可見幾幢日治時期的建築

物。1957 年台北市的空照圖，猶可看到這些建物。按 1934 年 8 月，為紀念高等與地

方法院新廳舍（即今之司法大廈）落成，曾以高等法院院長為首，網羅總督府法務官

僚和判官、檢察官，以及台北辯護士會所屬辯護士等組成「台北法曹會」，作為朝野

法曹交流的組織。為此，台北法曹會曾向台灣總督府申請撥交舊廳舍，亦即 1934 年

完成新廳舍之前的覆審（或高等）法院與台北地院廳舍，經 1911 年及 1927 年台北市

街道圖比對，其所在地是「台北市書院町三丁目一番地」。該舊廳舍經台北法曹會出

資修建後，成為台北法曹會俱樂部營運的建物，其可分成兩部分：供辦公及開會使用

的集會所，以及具司法博物館功能的司法參考館。台北辯護士會的會所，很可能即位

                                                                                                                                                       
的不動產質權，因中華民國民法上沒這種權利而不被承認。王泰升，前揭註 73，頁 26、36。 

103 王泰升，前揭註 73，頁 28。 
104 王泰升（2017），〈論台灣的轉型正義：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對話〉，《台灣法學雜誌》，315

期，頁 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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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建物的集會所部分。 

該法曹俱樂部建物所在的建築基地，曾獲得總督府先准予無償使用 10 年，但於

10 年屆滿後的 1944 年，總督府並未要求台北法曹會撤除地上物（法曹俱樂部建物）

而交還土地。因此台北法曹會對於法曹俱樂部建物所在的基地，事實上一直處於使用

中的狀態，而法律上則與總督府之間存在公法上借用關係，並在私法上因法曹會尚未

成為財團法人，而由該會全體會員共有該基地的使用權。不過該基地於 10 年期間屆

滿後是否繼續無償借用關係有疑義，惟當時尚不存在有權解釋。至於法曹俱樂部建物

的私法上所有權，則是由出資拆除舊廳舍而修建為俱樂部建物的台北法曹會全體會員

共有。 

戰後之初，戰前即作為台北辯護士會會所的建物，藉由擁有該法曹俱樂部建物的

原台北法曹會的移交動作，而讓承繼台北辯護士會在律師法制上地位的台北律師公會

繼續作為會所，成為台北律師公會最初的會館。按資深律師們在談到「記憶中的台北

律師公會會館」時，曾指出：「台北律師公會最早的會址，是位於博愛路與貴陽街交

叉之地，即日治時代的法曹協會」。果然，法律文件顯示 1945 年 11 月 8 日台北律師

公會依台灣高等法院指令重行成立後，原台北法曹會理事會於 1945 年 11 月 22 日決

議將其所有的資產，包括該法曹俱樂部建物，移交給台北律師公會。由於該建物屬於

公法上由同性質的職業團體接收，不受私人間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之後不得移轉私有

財產之限制。 

惟主導接收台灣司法機關的台灣高等法院，漠視該法曹俱樂部建物，從 1934 年

以來作為朝野法曹聯誼場所、辯護士會會所的重要意義，執意將其改為職員宿舍，故

要求台北律師公會將已是其會館的該建物「移交」給法院。成為無殼蝸牛的台北律師

公會屢屢變動其會址，1948 年移至律師個人的事務所，1950 年改設於台北地方法院

所在地，毫無作為律師專業團體之尊嚴。心有不甘的台北律師公會，於 1958 年根據

前揭 1945 年 11 月 22 日其與台北法曹會的移交書，要求台灣高等法院「交還」其戰

後初期已承接為首座會館的原法曹俱樂部建物。仍處於威權時代的台灣高等法院，則

認為原台北法曹會與台北律師公會為不同的主體，前者移交所有財產給後者之根據不

明，且原台灣總督府之准予無償借用基地因 10 年期限屆滿而失效，該建物已「恢復

法院所管有」，原台北法曹會將其已無使用權之建物移交台北律師公會係屬無權處

分，故拒絕交還。於 1960 年代，該法曹俱樂部建物中屬於「磚瓦造」部分可能已被

拆除，以興建今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庭大廈，但 1967 年台北律師公會欲爭取在該法曹

俱樂部建物之剩餘基地上興建律師大樓，卻不被理會。至 1990 年代，該法曹俱樂部

建物僅剩的「木造」部分已殘破不堪，終被夷為平地，從此消逝。 

在此須從歷史及法律的觀點，檢視戰後台北律師公會以戰前的法曹俱樂部建物作

為會館，在國家法上所涉及的各種權利義務關係。就日治時期的法律關係，相當關鍵

的是根據 1934 年 10 月 23 日台灣總督的指令第 6454 號，為許可台北法曹會申請之無

償使用官有地財產而附發的命令，所建構的公法上關係及私法上權利歸屬。詳言之，

台北法曹會出資修建法院舊廳舍而成的法曹俱樂部建物（內含集會所、司法參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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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該命令所稱「現存該地的私有物件」，在私法上的所有權係由該會全體會員共有。

由於台北法曹會允許 1936 年改制後的台北辯護士會，在該建物設置會所，故台北辯

護士會在此範圍內擁有使用權。基地部分，係總督府本於「助長行政」之目的，撥給

台北法曹會無償使用，私法上該會全體會員共有對該基地的使用權。惟前揭指令所設

定的 10 年使用期限於 1944 年屆滿，其後事實上台北法曹會繼續占有及使用該基地，

但法律上該基地借用關係是否生變並不明確。 

戰後改依中華民國法制，處理原法曹俱樂部建物及其所在基地之法律關係。台灣

高等法院曾根據日治時期前揭總督第 6454 號指令，認為建築基地之無償借用關係因

期限屆滿而失效，故該土地上之法曹俱樂部建物即「恢復法院所管有」。然而這項見

解，與日治時期國家法上認定有別。依法理應被保障的日治時期既有權利狀態是，該

建物的私法上所有權屬於原台北法曹會全體會員共有，並非台灣總督府法院管理的日

本國有財產。日治時期為國有財產而可被中華民國政府接收為國有者，僅僅是基地部

分。中華民國政府是否亦本於助長行政之目的，撥給人民團體無償使用該基地，則由

其另以行政處分為之，根本不必引用前揭總督指令。 

在日治時期的法曹俱樂部建物之所有權，係由原台北法曹會全體會員共有的情況

下，1945 年 11 月 22 日原台北法曹會依理事會決議將其所有財產，包括該法曹俱樂部

建物，移交給台北律師公會的移交書，當然是重要的法律文件。這項財產移交的法律

上正當性在於，該建物係台北律師公會的前身台北辯護士會的會址所在。按登錄於台

北地方法院的律師所組成的職業團體，於日治時期僅對該作為會所的建物具有使用

權，戰後該建物原所有人決定將其所有權移轉給該職業團體。此導因於戰爭結束後，

曾出資修建、營運法曹俱樂部建物的原台北法曹會會員中，絕大多數將離台，僅剩的

會員幾乎就是組成台北律師公會的本省人律師，故一方面成人之美，另一方面期待推

動朝野法曹聯誼之旨能延續。總之，透過原台北法曹會的中介，讓台北律師公會承接

原本作為台北辯護士會會所的建物，其因此成為公會最初的會館。此全然符合國家法

秩序轉換時，舊有公益財團之財產應由同性質的新設公益團體承接的原理。至於基地

的部分，如上所述，需中華民國政府同意讓台北律師公會繼續使用，亦可將日治時期

的無償改為有償之關係。 

威權統治時代的台灣高等法院，否定該法曹俱樂部建物為私有，不承認該私有財

產已移交給台北律師公會當做會館，也當然不會允許該建物所有人無償或有償使用建

物所在之基地。這些政府作為，是否形式上合法已有待商榷，更重要的是實質上並不

正當。蓋過去司法行政當局對日治時期法律史一無所知，不關心人民於日治時期的既

有權利，在本案例則輕忽律師專業團體的主張及感受。在台北執業的律師，於日治時

期可使用該法曹俱樂部建物，當作會館、從事聯誼活動，戰後「本國」來接收，自己

卻形同「敵國」之人而不能再使用，反因所謂的「光復」而受害。 

雖已是 70 多年前的往事，但於今基於轉型正義的理念，仍應譴責過去威權政府

的不當行為。在探求真相，追尋「記憶中的台北律師公會會館」的過程中，我們有機

會回顧長久以來被遺忘的日治台灣律師史，也知道原來在野律師與在朝法官、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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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曾經是可以在公開的俱樂部內，不必相互猜忌地交換人生經驗、討論法律議題。

固然戰後初期被迫移交給台灣高等法院的該建物，於 1990 年代已灰飛煙滅，且在同

一年代，台北律師公會亦拋開歷史的紛擾，以自購會館的方式，展現公會自主、自治

的氣魄，但政府還是應採取一些措施，以彌補過去的不當行為。例如重建一個讓朝野

法曹交流的聯誼處所，或還給人民一個司法博物館，或至少在原址豎立一個說明這段

歷史的牌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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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ing for the House of Taipei Bar 
Association in Memory:  

The Launch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of Lawyers 

 Tay-sheng Wang, Wen-liang Tseng & Chun-ying Wu 

Abstract 

Established in 1900, Taihoku Bar Association, the predecessor of Taipei Bar 

Association, had no legal capability until 1936. However, Taihoku Bar Association had 

never brought real estate to be the house of the Association, and thus their General 

Meetings of Members were always held in the meeting room of the High Court. 

Established in 1934, Taihoku Legal Profession Association was allowed to use the ground 

of the old building of the High Court for building a house of Taihoku Legal Profession 

Association Club with the duration of ten years by the General-Government of Taiwan. 

Because the overlap of members in the associations mentioned above, the Club’s house 

was frequently the gathering place of Taihoku Bar Associ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Taihoku Legal Profession Association moved the Club’s house to the newly-established 

Taipei Bar Association. Nevertheless, the KMT government ordered Taipei Bar Association 

to transfer the Club’s house to the Taiwan High Court, ignoring the facts that since 1934, 

the Club’s house was the place for social activities of legal profession in Taipei and the 

house of Taihoku Bar Association as well and that the ownership of the Club’s house 

belonged to Taihoku Legal Profession Association. As a result, Taipei Bar Association, who 

unfortunately lost its house acquiring in 1945, was located in a small room of the court 

building for a long time. Taipei Bar Association tried to ask the Taiwan High Court to 

return its house in 1958, and to allow the Association to build a new house in the ground of 

the Club’s house in 1967. However, the Taiwan High Court rejected these claims, 

disregarding that the properties of Taihoku Bar Association should be succeeded by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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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 Association in the post-war era. It is controversial in law for the Taiwan High Court to 

take over the Club’s house. More importantly, Taiwanese lawyers indeed suffered 

disadvantages from the “recovery of Taiwan” of their own government in this c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ansition of justice, the current Taiwan’s government should make 

proper compensations for its unfair confiscating the house of Taipei Bar Association in the 

past. 

Keywords: bar association, legal profession, Shoinchō, high court, take over,  

Po-fen Tsai, Masaho Takano, legal history 

 


